
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最优股权策略及其福利效应 

——基于民营企业隐性知识分享的视角 

摘要：通过民营企业的知识赋能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是新时期混合所有制改

革（以下简称“混改”）的动机之一，但民营企业的知识分享激励与其参股比例

密切相关。本文利用混合寡头竞争模型，基于隐性知识分享的视角探究民营企业

参与混改的最优股权结构和混改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激励民营企业分享隐性

知识需使其参股比例高于一定阈值，参股比例低于该阈值的混改难以激励民营企

业分享知识，“拉郎配”式混改无法提升社会福利。恰好激励隐性知识分享的参

股比例为混改的最优股权结构，在该股权结构下，当且仅当国有企业对隐性知识

的吸收能力高于特定阈值，且隐性知识价值位于合理区间时，混改才能提升社会

福利。进一步考虑显性知识转移、递增边际生产成本、异质产品竞争、国有资本

多目标等因素发现，激励隐性知识分享的参股比例阈值结构与混改后社会福利的

变化情况保持稳健。同时发现，产业链纵向互补情形下民营企业具有内生知识分

享激励，但混改的股权结构将对产业链运行效率和社会福利产生重要影响。最后，

本研究还发现，当隐性知识价值为民营企业私有信息时，可通过合宜的合约设计

甄别知识价值类型。本文提供了知识经济背景下混改策略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

丰富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理论，对有效推进国有企业混改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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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知识型企业理论表明，价值创造型知识的成功应用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关

键[1-3]。实证研究表明，知识资本（Knowledge capital）贡献了企业市场价值的 20%-

43%，与实物资本（Physical capital）的贡献度相近[4]。可见，知识已成为现代企

业价值创造的关键要素。 

知识同样是影响企业边界的重要因素[1,5]。混合所有制改革既是拓展民营企

业边界的重要方式，也是国有企业引入外部知识的重要手段，这可从已有的混改

案例略窥一斑。例如，中粮集团的混改实践中，相关负责人就明确表示，“引入

战略投资者不仅是引资，同时是引知（智）。中粮集团引入的投资者在技术研发、

产业整合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能够从资本运作、市场竞争等多维度贡献商业智

慧”①。又如，沱牌舍得集团的混改中，通过民营资本带来的精细化管理思维，

                                                   
① 见 https://mp.weixin.qq.com/s/mroPTYdGjdJQMjE6SVtjiQ。 

https://mp.weixin.qq.com/s/mroPTYdGjdJQMjE6SVtj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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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其优化了生产流程和业务流程，降低了舍得集团的生产成本②。通常而言，

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和参与市场竞争中积累的业务知识、管理经验、专有技术

（Know-how）等大多可归属于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范畴。 

现实中，企业倾向于将显性知识申请专利以获取法律保护[7]，对于隐性知识

而言，企业则倾向于保密，因为隐性知识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9]。此外，

隐性知识分享通常具备不可缔约性（Non-contractibility）③，特别是对于同行业竞

争企业间而言[11-12]，而股权关联产生的企业边界调整是激励隐性知识分享的重要

手段[5,14]。因此，吸引民营资本入股拓展其边界，理应成为国有企业获取外部隐

性知识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混改实践愈发重视“知识赋能”和创新驱动之际，理论研究却尚未深入分

析民营企业的隐性知识对国有企业混改策略的影响。如何设计合理的股权结构激

励民营企业分享隐性知识？④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针对具有不同价值隐性知识

的民营企业和不同知识吸收能力的国有企业，混改策略有何差异？显性知识转移、

成本函数特征、市场竞争结构、国有资本多目标、产业链关联等因素将对隐性知

识分享激励和混改后社会福利产生何种影响？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中甄别民

营企业知识价值类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更高效地推进混改、实现国有企

业和民营企业的协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根据《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年度报告》的数据显示，2020 年完成混

改的国有企业中，71.99%仍由国有资本绝对控股。鉴于此，本文基于具有交叠持

股特征的混合寡头竞争模型，讨论隐性知识分享背景下民营资本参股式混改的最

优策略问题，系统分析混改的最优股权结构及其社会福利效应。同时，结合民营

企业知识价值及国有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差异，厘清参股式混改的“有效边界”，

即何种条件下混改可提升社会福利。 

研究表明，当且仅当民营企业的参股比例高于一定阈值（股权阈值），其才

有激励分享隐性知识提升国有企业效率。给定国有企业吸收能力，该阈值随着民

营企业知识价值提高而提高，这意味着当知识价值很高时，仅仅让民营企业参股

（比例小于 50%）无法激励其分享知识。此时，“拉郎配”式地引入同行业民营

企业参与混改难以提升社会福利。当使民营企业参股可以激励其分享知识时，恰

好为阈值的参股比例为混改的最优股权结构，此时民营企业恰好具有激励分享知

识。在该最优混改股权结构下，相比于混改前社会福利的变化呈现“三阈值”特

征：当且仅当国有企业知识吸收能力高于特定阈值，且隐性知识价值也处于上下

两个阈值间时，恰好激励知识分享的混改才能提升社会福利。否则，混改难以提

                                                   
② 见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4837602518638481&wfr=spider&for=pc 
③ 这是与显性知识最主要的区别，例如，专利中包含的技术和知识，其转移可被第三方验证，因此是可缔约的。 
④ 股权结构一般指不同股东持股比例及其相互关系，本文指民营股东的参股比例。一旦民营股东的参股比例确定后，国有股东

的持股比例也随之确定。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4837602518638481&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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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社会福利。换言之，具有“中等”知识价值的民营企业参股具有较强知识吸收

能力的国有企业，社会福利达到最优。因此，“中等”隐性知识价值和较强吸收

能力界定了参股式混改的“有效边界”。这种以实现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竞合发

展（通过参股和知识分享实现“合”）为目标并“因（知）识制宜”的混改策略，

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实现竞争、创新与福利“三位一

体”均衡发展。 

在拓展分析中，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显性知识转移、递增边际生产成本、异质

产品竞争、国有资本多目标等因素的影响，发现激励隐性知识分享的参股比例阈

值结构和社会福利变化情况保持稳健。同时，在产业链纵向混改中，民营企业具

有内生激励分享隐性知识，但混改的股权结构对于提高产业链运行效率和社会福

利至关重要。最后，本文也探究了信息结构对混改的影响。当隐性知识价值为民

营企业私有信息时，通过合宜的混改合约设计，可以有效甄别民营企业知识价值

类型，从而最大化社会福利。 

本文的创新及边际贡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研究参股式混改的最优股权结构，对交叠持股（Overlapping 

ownership）理论赋予了中国式国有企业混改的时代内涵。现有交叠持股理论多考

虑相同性质企业间的股权关联及其经济后果[12,16-17]，本文则考虑不同所有制企业

间由混改产生的股权关联及其福利效应，并系统考察了不同性质知识、不同成本

函数特征、不同市场竞争模式以及不同信息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不仅在统一框架

下拓展了现有理论的适用范围，也为交叠持股理论的中国化发展提供了思路。 

第二，本文从交叠持股的角度发展了混合寡头竞争理论。已有研究基于市场

结构、成本差异、研发竞争与专利授权等经济因素探讨其对混合寡头竞争均衡的

影响[18-21]。但这些文献通常假设竞争主体间不存在股权关联。本文则在隐性知识

分享的背景下探究同为竞争主体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形成交叠持股关系时

的混改最优股权结构及其福利效应。此外，本文也在混合寡头的情境下进一步讨

论了产业链纵向混改对知识分享激励及产业链运行效率的影响。 

第三，本文基于隐性知识分享这一新颖视角，既紧贴当前国有企业混改的实

践需求，又在 Holmstrom 和 Roberts[5] “知识影响企业边界”思想基础上，讨论

了知识价值与吸收能力对混改“边界”的影响，不仅揭示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理论

中被忽视的知识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也为国有企业有效推进混改、避免“拉郎配”

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认为，应根据民营企业的隐性知识价值和国有企业的知识

吸收能力，有针对性地进行混改。适当鼓励异质产品竞争和产业链纵向互补领域

内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有序推进混改，并优化混改股权结构，以更好地促进知

识分享，实现更优社会福利水平。 

本文余下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文献述评，第二部分为基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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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第三部分为基准模型分析，第四部分为拓展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和政策

启示。 

1 文献述评 

1.1 交叠持股理论 

交叠持股（Overlapping ownership）理论关注竞争企业间交叉持股、或者竞

争企业间具有共同股东的现象[17]。早期研究认为竞争企业间的交叠持股具有反竞

争性，从而不利于社会福利[16,22-23]，原因在于交叠持股关系使得企业间具有“默

示合谋”的特征，从而在产品市场中降低竞争程度。然而，也有一些实证研究发

现交叠持股的反竞争性并不显著[24]。不仅如此，不少研究开始揭示交叠持股对社

会福利的积极作用。例如，缓解知识正外部性造成的研发投入激励不足[12,17]。总

体而言，现有研究多关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间的交叠持股结构及其经济

后果，较少关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交叠持股关系及其福利效应。虽然张伟和于

良春[25]考虑了不同所有制企业间交叉持股的情形，但未考虑隐性知识分享因素对

持股结构的影响。 

1.2 混合寡头竞争理论 

混合寡头竞争理论通常研究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竞争的

市场均衡与福利效应，并且通常假定竞争主体之间不存在股权关联。Matsumura[18]

指出，在特定的成本函数下，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存在有利于社会福利。此后，不

少研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其他重要经济因素对寡头竞争均衡的影响，例如，

市场结构和成本差异[19]、研发竞争和专利授权[20-21]等，且已有文献对混合企业中

国有股占比对竞争均衡的影响也进行过讨论[21,26]。但与这些文献不同的是，本文

在混合寡头竞争模型中引入了交叠持股特征和内生的隐性知识分享效应。Lai 等
[27]也讨论了隐性知识分享情形下混合寡头竞争中的交叉持股问题，然而并未考虑

国有企业知识吸收能力这一重要现实因素的影响，本文发现知识吸收能力将对混

改决策及混改后的社会福利产生重大影响。此外，本文也在统一分析框架下进一

步讨论了显性知识转移、递增边际生产成本、异质产品竞争、国有资本多目标、

产业链关系、信息不对称等现实情境下的混改效果及混改合约设计问题，进一步

拓展了现有理论的适用范围。 

1.3 混改与国有企业竞争力 

已有研究指出，国有资本在保留控制权的基础上引入民营资本参股可显著提

升国有企业绩效（竞争力）[28-29]。其中的机理包括民营股东的股权制衡、混改带

来的激励强化效应[30-32]。这些研究主要从改善国有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和内部

治理体系的视角论述混改对提升国有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然而，较少研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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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改产生的知识赋能效应对于提升国有企业绩效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混改的一

个重要目的是实现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优势互补[33]。国有企业在品牌和资金实力

等方面具有优势，而民营企业则在业务运营、成本控制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管理经

验[34]，这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和竞争力。根据知识的分类标准，

管理经验、专有技术等多属于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范畴。与显性知识可

编码（Codified）、可验证且易于传播不同，隐性知识通常难以编码（Uncodified）

和标准化，且隐性知识分享不易被第三方所验证[35-36]。事实上，对于可编码的显

性知识，公司倾向于申请专利，而隐性知识则倾向于保密和隐藏，因为隐性知识

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由于隐性知识这些特征，其分享具有一定的不可缔

约性（Non-contractibility），而股权关联产生的企业边界调整可以有效激励隐性知

识在不同企业间分享[12,14,37]。因此，引入民营企业参股是国有企业获取隐性知识

的重要方式，但现有研究尚缺乏严谨的理论框架对此进行分析。 

1.4 知识吸收能力 

企业利用外部知识时，知识吸收能力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现实因素。良

好的知识吸收能力是企业实现内外部知识协同的关键 [38-39]。在技术迭代速度较

快的行业，例如微电子、制药等行业，企业需不断以外部前沿知识为基础进行增

量创新，知识吸收能力对于维持企业竞争优势至关重要[40-41]。同时，知识吸收能

力对于知识分享的激励也至关重要，一个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不足甚至将影响另

一个企业分享知识的积极性[42-43]。因此，知识吸收能力也是混改中不容忽视的重

要现实因素。 

综上所述，在考虑民营企业分享隐性知识以及国有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差异的

背景下，系统探讨参股式混改的最优股权结构及其福利效应的研究不足。本文通

过构建严谨的理论模型，为知识经济背景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股权结构设计及其

福利效应分析提供了统一研究框架，为更有效率地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启示。 

2 基准模型设定 

2.1 经济环境 

考虑同行业内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情形⑤。市场上存在 1 家国有资本

（如国资委）控制的企业（记为企业 s）和 1 家民营资本控制的企业（记为企业

p）进行同质产品竞争。国有企业 s 的单位生产成本为𝑐𝑠 = 𝑐，而民营企业 p 由于

                                                   
⑤
首先，同行业企业间的混改在现实中并不罕见。例如，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民营企业）参股北汽新能源企业公司（国有

企业），两家企业的主营业务均涉及新能源汽车，因此在该产品市场中存在竞争关系。又如，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在水泥行

业开展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均以同行业竞争企业间的相互持股为主要形式。其次，根据笔者调研经验，目前实践中的混改注

重协同效应，而同行业企业由于产品和知识结构的“相似性”更容易产生协同效应[6][8]。因此，研究同行业参股式混改兼具现

实和理论意义。在拓展部分，本文也将讨论存在产品差异的垄断竞争以及产业链情形中的混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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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独特的隐性知识而相比于国有企业 s 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⑥，其单位生产成本

为𝑐𝑝 = 𝑐 − 𝑥，𝑥 > 0表示民营企业因其隐性知识产生的生产效率优势。市场逆需

求函数参考现有研究设定[21]，假设为𝑃(𝑄) = 𝑑 − 𝑄 = 𝑑 − 𝑞𝑝 − 𝑞𝑠。其中，𝑞𝑗（𝑗 =

𝑠、𝑝）表示每个企业的产量，𝑄表示市场总产量，𝑃(𝑄)表示市场价格。不失一般

性，将企业固定生产成本标准化为 0，因此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𝐶𝑠(𝑞𝑠) = 𝑐𝑠𝑞𝑠，

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为𝐶𝑝(𝑞𝑝) = 𝑐𝑝𝑞𝑝。 

在混改中，国有资本决定国有股权转让比例及股权价格⑦。具体地，国有资

本转让的股份比例为θ（民营资本参股比例），其中θ ≤ 0.5，即混改后国有资本仍

保持控股地位，因此民营企业 p 和混合所有制企业 s 仍独立生产⑧。参与混改的

民营股东将经营决策权让渡给国有大股东，但可以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产生影

响[44]。民营资本向国有资本支付现金 t作为取得该股权的对价。民营资本参股后，

进一步考虑是否将隐性知识分享给国有企业以降低其生产成本，这取决于分享知

识能否提升民营资本的收益。若分享知识，则国有企业 s 的生产成本变为𝑐𝑠 = 𝑐 −

𝛿𝑥。其中，𝛿表示国有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且0 < 𝛿 ≤ 1。当𝛿 = 1时，即表示国

有企业完全吸收民营企业的知识，达成与民营企业同样水平的生产效率。 

以𝜋𝑝、𝜋𝑠 分别表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生产利润，𝑊表示社会福利。其

中，社会福利在本文中定义为社会剩余，即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之和⑨。国

有资本以最大化社会福利𝑊为目标⑩。参与混改后，民营资本的收益函数为民营

企业 p 产生的利润加上参股国有企业享有的股权投资收益，减去支付的对价𝑡，

即𝜋𝑝 + θ𝜋𝑠 − 𝑡。未混改时，企业 s 仅国有资本一个股东，因此其经营目标完全

反映国有资本的意愿，即最大化社会福利𝑊。混改后，由于民营资本的进入，企

业 s 具有两个股东，其经营目标同时反映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意愿，为利润

目标和社会福利目标的加权平均[21,45-46]，可表示为𝜃𝜋𝑠 + (1 − 𝜃)𝑊，即混改后国

有企业更加重视追求经济利润。民营企业 p 则始终以最大化民营资本的收益为目

标决定产量，即未参股时以最大化𝜋𝑝为目标，而参股后以最大化𝜋𝑝 + θ𝜋𝑠 − t为

                                                   
⑥ 企业的专有技术、管理经验等隐性知识差异是造成不同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重要因素[10][13][15]，因此本文假定民营企业因其

隐性知识而具有生产效率优势具有现实合理性。 
⑦ 现实中，增资扩股也是混改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文的设定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增资扩股型混改。例如，假设国有企业原有股

份为 𝑎股，若向民营股东扩股𝑏股后，民营股东持股比例为
𝑏

𝑎+𝑏
，这可视为国有股东向民营股东转让了

𝑏

𝑎+𝑏
份额的股份。 

⑧ 由于混合所有制企业仍然是国有股东控股，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本文将混改后的企业 s 仍称为国有企业。 
⑨ 民营资本支付的对价 t 不影响社会福利，即生产者剩余决定了“蛋糕”大小，t 只是扮演“分蛋糕”的角色，将生产者剩余

在国有股东和民营股东间分配。具体地，国有股东的收益为(1 − θ)𝜋𝑠 + 𝑡，民营股东的收益为𝜋𝑝 + θ𝜋𝑠 − 𝑡，可见二者之和为生

产者剩余。 
⑩
国有资本的目标为社会福利最大化是文献中的常用做法[15-16,21]，拓展部分将考虑国有资本具有多重目标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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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2 博弈时序 

本文将混改以及企业间竞争的过程刻画成三阶段动态博弈。第 1 阶段，国有

资本提供混改方案{θ, t}。其中，θ为股权转让比例，t为转让股权价格。第 2 阶

段，民营资本决定是否接受国有资本提供的混改方案，若不接受，则国有企业和

民营企业作为独立主体进行古诺竞争；若接受，则民营资本进一步决定是否分享

隐性知识给国有企业以降低其生产成本。第 3 阶段，民营企业 p 和国有企业 s 进

行古诺竞争，根据第 2 阶段民营资本是否决定分享知识，存在两个子博弈——分

享知识情形下的古诺竞争（均衡结果以上标 1 指示），即民营企业 p 和国有企业

s 分别以成本c − 𝑥和𝑐 − 𝛿𝑥进行产量竞争，以及不分享知识情形下的古诺竞争（均

衡结果以上标 0 指示），即民营企业 p 以成本c − 𝑥、国有企业 s 以成本c进行产量

竞争。行动时序如图 1 所示。 

 

图 1 混改行动时序图 

2.3 主要假设 

记𝑒 = 𝑑 − 𝑐，其中𝑑可视为产量趋于 0 时的产品价格，可视为市场最高支付

意愿，则𝑒可视为市场最高支付意愿下国有企业的毛利润。 

假设 1：𝑒 > 𝑥。假设 1 保证不混改时国有企业的均衡产量为正。 

假设 2：c ≥ 𝑒。假设 2 和假设 1 保证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为正，即c − 𝑥 > 0。 

根据假设 1，记r =
𝑥

𝑒
∈ (0,1)。由于𝑥为知识带给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优势，

而生产效率优势可为企业创造价值，因此𝑥可视为知识价值，r可视为经𝑒标准化

后的知识价值，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下文统一将r称为知识价值11。 

3 基准模型分析 

模型分析采用逆向归纳法。首先，根据古诺竞争确定企业均衡利润和均衡社

会福利；其次，民营资本根据分享知识和不分享知识的均衡收益差异决定是否分

享知识；最后，国有资本决定最优混改方案。 

3.1 不混改情形 

首先分析不混改时的均衡结果，此时国有企业 s、民营企业 p 展开古诺竞争。

                                                   
11 若𝑒 > 𝑐，则有r ∈ (0,min {

𝑐

𝑒
, 1}) ⊆ (0,1)，因此设定假设 2 也是为了保证r在更大范围内变动，以得到更一般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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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民营企业 p 的利润为𝜋𝑝(𝑞𝑝, 𝑞s) = P(Q)𝑞𝑝 − 𝐶𝑝(𝑞𝑝)，国有企业 s 的利润为

𝜋𝑠(𝑞𝑠, 𝑞p) = p(Q)𝑞𝑠 − 𝐶𝑠(𝑞𝑠)。 

国有企业 s 选择产量𝑞𝑠以最大化国有资本的目标——社会福利，即： 

max
𝑞𝑠

𝑊(𝑞𝑠, 𝑞p) (1) 

其中，社会福利为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福利（剩余）之和，即𝑊(𝑞𝑠, 𝑞p) =

𝜋𝑝(𝑞𝑝, 𝑞s) + 𝜋𝑠(𝑞𝑠, 𝑞p) + 𝐶𝑆(𝑄) = dQ −
𝑄2

2
− 𝐶𝑝(𝑞𝑝) − 𝐶𝑠(𝑞𝑠) 。 消 费 者 福 利

𝐶𝑆(𝑄) =
𝑄2

2
。 

民营企业 p 选择产量𝑞𝑝以最大化民营资本的收益，即： 

max
𝑞𝑝

𝜋𝑝(𝑞𝑝, 𝑞s) (2) 

求解可得均衡产量为： 

𝑞𝑠
𝑁 = 𝑒 − 𝑥，𝑞𝑝

𝑁 = 𝑥。 

进一步可得，民营企业 p、国有企业 s 的均衡利润以及均衡社会福利为： 

𝜋𝑝
𝑁 = 𝑥2，𝜋𝑠

𝑁 = 0，𝑊𝑁 =
1

2
𝑒2 + 𝑥2。 

为激励民营资本参与混改，国有资本在设计混改方案时应保证混改后民营资

本的收益不低于不混改时的水平𝜋𝑝
𝑁。同时，一个对社会福利有利的混改方案应使

得混改后的社会福利水平不低于𝑊𝑁。 

3.2 混改情形 

3.2.1 古诺竞争阶段 

混改后，根据第二阶段知识分享与否，存在两个子博弈。定义变量k ∈ {0,1}，

其中 k=1 表示混改后民营企业 p 分享知识的子博弈，k=0 表示混改后不分享知识

的子博弈。则企业 s 的利润可表示为𝜋𝑠(𝜃, 𝑘, 𝑞𝑠, 𝑞p) = [d − 𝑞𝑠 − 𝑞𝑝 − (c − kδx)]𝑞𝑠，

企业 p 的利润为𝜋𝑝(𝜃, 𝑘, 𝑞𝑝, 𝑞s) = [d − 𝑞𝑝 − 𝑞𝑠 − (c − x)]𝑞𝑝。 

混改后，国有企业 s 更加重视利润，其经营目标反映了国有股东和民营股东

的意愿，为最大化利润和社会福利的加权平均，即： 

max
𝑞𝑠

𝐹𝑠(𝜃, 𝑘, 𝑞𝑠, 𝑞p) = 𝜃𝜋𝑠(𝜃, 𝑘, 𝑞𝑠, 𝑞p) + (1 − 𝜃)𝑊(𝜃, 𝑘, 𝑞𝑠, 𝑞p) (3) 

企业 p 选择产量𝑞𝑝最大化民营资本的收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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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𝑞𝑝

𝐹𝑝(𝜃, 𝑘, 𝑞𝑝, 𝑞s) = 𝜋𝑝(𝜃, 𝑘, 𝑞𝑝, 𝑞s) + θ𝜋𝑠(𝜃, 𝑘, 𝑞𝑠, 𝑞p) − 𝑡 (4) 

求解可得均衡产量为：  

𝑞𝑠
𝑘(𝜃) =

𝑃(𝑄𝑘(𝜃)) − (𝑐 − 𝑘𝛿𝑥)

𝜃
(5) 

𝑞𝑝
𝑘(𝜃) = (1 − 𝑘𝛿)𝑥 (6) 

由𝑞𝑝
𝑘(𝜃) + 𝑞𝑠

𝑘(𝜃) = 𝑄𝑘(𝜃)得： 

𝑄𝑘(𝜃) =
[𝑓(𝜃) + 1]𝑒 + [𝑘𝛿𝑓(𝜃) + 1]𝑥

𝑓(𝜃) + 2
(7) 

其中，𝑓(𝜃) =
1−𝜃

𝜃
。进一步可得，𝑞𝑠

𝑘(𝜃) =
[𝑒+(2𝑘𝛿−1)𝑥][𝑓(𝜃)+1]

𝑓(𝜃)+2
。易得，

𝑑𝑄𝑘(𝜃)

𝑑𝜃
=

[𝑒+(2𝑘𝛿−1)𝑥]𝑓´(𝜃)

[𝑓(𝜃)+2]2
< 0。因此，无论混改后民营企业是否分享知识，社会总产量均随

着参股比例𝜃提高而下降，这是参股式混改产生的生产协作效应。生产协作效应

将降低总产量，这将不利于消费者福利。 

3.2.2 知识分享阶段 

若民营资本接受了国有资本提供的混改方案，则其参股后进一步决定是否分

享知识给国有企业12。这取决于知识分享能否提升民营资本的均衡收益，而均衡

收益又取决于其参股比例，具体地： 

在分享知识的子博弈中（k=1），民营资本的均衡收益为： 

𝐹𝑝
1(𝜃, 𝑡) = 𝜋𝑝

1 (𝑞𝑝
1(𝜃), 𝑞𝑠

1(𝜃)) + 𝜃𝜋𝑠
1 (𝑞𝑝

1(𝜃), 𝑞𝑠
1(𝜃)) − 𝑡 (8) 

在不分享知识的子博弈中（k=0），民营资本的均衡收益为： 

𝐹𝑝
0(𝜃, 𝑡) = 𝜋𝑝

0 (𝑞𝑝
0(𝜃), 𝑞𝑠

0(𝜃)) + 𝜃𝜋𝑠
0 (𝑞𝑝

0(𝜃), 𝑞𝑠
0(𝜃)) − 𝑡 (9) 

易得，对任意知识价值𝑟与吸收能力𝛿，无论混改后民营企业是否分享知识

（𝑘 = 0或𝑘 = 1），民营资本的均衡收益𝐹𝑝
𝑘(𝜃, 𝑡)为𝜃的增函数。这表明，民营资本

参股比例越高，两个企业之间的生产协作效应越显著，越有利于提升民营资本的

总收益。当参股比例使得𝐹𝑝
1(𝜃, 𝑡) ≥ 𝐹𝑝

0(𝜃, 𝑡)时，民营企业分享知识可提升民营资

本的总收益，因此其有激励将知识分享给国有企业。该不等式称为“知识分享条

件 ” 。 对 于 任 意 知 识 价 值 𝑟 和 知 识 吸 收 𝛿 ， 记 𝜃(𝑟, 𝛿) =

                                                   
12

 部分分享知识不会成为民营资本的最优选择。为了说明这一点，假设知识分享程度 k ∈ [0,1]，则可知𝐹𝑝
𝑘 = (1 −

𝑘𝛿)𝑥
𝑒+[(1−𝑘𝛿)𝑓(𝜃)+1]𝑥

𝑓(𝜃)+2
+

[𝑒+(2𝑘𝛿−1)𝑥]2

[𝑓(𝜃)+2]2
− t，对于给定的𝑒、𝑥、𝛿，易知

𝑑2𝐹𝑝
𝑘

𝑑𝑘2
> 0。因此，𝐹𝑝

𝑘是关于k的凸函数（convex function），其最

大值不可能在k ∈ (0,1)取得，而只能在k = 0或k = 1处取得。因此，我们只需比较不分享或完全分享两种情形的收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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𝑟+1+√(𝑟+1)2+4(2−𝛿)[(3𝛿−3)𝑟2+3𝑟]

2[(3𝛿−3)𝑟+3]
，λ(δ) =

1

13−7𝛿
。则有如下定理 1。 

定理 1：激励民营企业分享隐性知识需使其参股比例高于股权阈值𝜃(𝑟, 𝛿) ， 

该股权阈值随着知识价值𝑟提高而提高；当知识价值较高时（𝑟 > λ(δ) ），参股条

件下无法激励民营企业分享知识。 

定理 1 表明，对于任意知识吸收能力𝛿，在参股条件下，只有当知识价值不

太高时（𝑟 ≤ λ(δ)），才能通过高于阈值的参股比例激励民营企业分享知识。称λ(δ)

为给定知识吸收能力时民营企业愿意分享的最高知识价值。其中的经济直觉为，

知识价值越高，民营企业“保留”知识以保持竞争优势的动机越强，因此越缺乏

激励分享知识。若要激励其分享知识，需要让渡更多股权以提升其参股收益，当

知识价值增大到一定程度后，股权比例将触及混改的参股约束，此时在民营资本

参股的条件下无法激励其分享高价值知识。此外，由λ(δ)是𝛿的增函数也可知，

国有企业吸收能力越弱，民营企业愿意分享的知识价值范围也会收窄。同时，由

 𝜃(𝑟, 𝛿)是知识吸收能力𝛿的减函数可知，国有企业吸收能力越弱，利用知识提高

生产效率的能力越弱，此时，只有给予民营资本更高的参股比例，才能使得民营

资本从参股中获得更高的收益，从而激励其分享隐性知识。 

3.2.3 最优混改股权结构 

当参股比例低于阈值𝜃(𝑟, 𝛿)，或者知识价值超过阈值λ(δ)时，根据定理 1 可

知，混改无法激励隐性知识分享，此时对应于不分享知识子博弈的均衡结果，社

会福利为𝑊0(𝜃) = 𝑒𝑄0(𝜃) −
1

2
[𝑄0(𝜃)]2 + 𝑥2。易知，

𝑑𝑊0(𝜃)

𝑑𝜃
< 0。因此，若混改

无法激励知识分享，则混改无法提升社会福利。因此，欲使混改实现社会福利提

升，则激励民营企业分享知识是必要条件。因此接下来重点讨论混改后能够激励

知识分享的情形。 

根据定理 1 可知，只有当𝑟 ≤ λ(δ)且𝜃(𝑟, 𝛿) ≤ 𝜃 ≤ 0.5时，参股式混改才可激

励民营企业分享知识。此时对应于分享知识子博弈的均衡结果，即社会福利

𝑊1(𝜃) = 𝜋𝑠
1 (𝑞𝑝

1(𝜃), 𝑞𝑠
1(𝜃)) + 𝜋𝑝

1 (𝑞𝑝
1(𝜃), 𝑞𝑠

1(𝜃)) + 𝐶𝑆1 (𝑞𝑝
1(𝜃), 𝑞𝑠

1(𝜃))。在确保民

营企业参与混改及分享知识的前提下，混改后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可表示为： 

𝑚𝑎𝑥
𝜃,𝑡

 𝑊1(𝜃) (10) 

𝑠. 𝑡.

 

𝐹𝑝
1(𝜃, 𝑡) ≥ 𝜋𝑝

𝑁（民营资本参与约束）

 

θ ∈ [θ(𝑟, 𝛿), 0.5]（激励知识分享的参股区间） 

其中，民营资本的参与约束要求股权价格不能过高，否则民营资本不愿参与到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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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中，潜在的知识分享和社会福利提升也就无法实现。定义 𝑡(𝑟, 𝛿) =

𝑒2{
(1−𝛿)𝑟+(1−𝛿)[(1−𝛿)𝑓(𝜃(𝑟,𝛿))+1]𝑟2

𝑓(𝜃(𝑟,𝛿))+2
+

[1+(2𝛿−1)𝑟]2

[𝑓(𝜃(𝑟,𝛿))+2]2
}为引导民营资本参与混改的股权价格

上限。求解该最优化问题可得定理 2。 

定理 2: 混改后最大化社会福利的股权结构（民营企业参股比例）为𝜃(𝑟, 𝛿)，

股权价格𝑡(𝑟, 𝛿)满足𝑡(𝑟, 𝛿) ≤ 𝑡(𝑟, 𝛿)。 

定理 2 表明，恰好激励知识分享的参股比例为混改的最优股权结构，可使混

改后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3.2.4 混改福利效应比较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若混改无法激励知识分享，则引入民营企业参股无法提

升社会福利，因此本部分只需讨论参股能够激励知识分享情形时混改是否可以提

升社会福利。根据定理 1，只有当民营企业知识价值r ≤ λ(δ)时，参股式混改才

能激励其分享知识，在最优混改股权结构下，社会福利水平为𝑊1 (𝜃(𝑟, 𝛿))。因

此，当且仅当𝑊1 (𝜃(𝑟, 𝛿)) ≥ 𝑊𝑁(𝑟)时，激励知识分享的混改实现的社会福利才

不低于不混改时的社会福利𝑊𝑁(𝑟)。我们有如下定理 3。 

定理 3（混改福利效应“三阈值”特征）：存在唯一的知识吸收能力阈值𝛿，

以及知识价值下阈值𝑟(𝛿)和上阈值λ(δ)，当且仅当δ ≥ 𝛿且𝑟(𝛿) ≤ 𝑟 ≤ λ(δ)时，相

较于混改前，激励知识分享的混改能够提升社会福利，即𝑊1 (𝜃(𝑟, 𝛿)) ≥ 𝑊𝑁(𝑟)。

否则，混改难以提升社会福利。 

定理 3 表明，民营企业知识赋能提升混改后社会福利的必要条件是国有企业

具有足够高的知识吸收能力（由附录证明知𝛿 ≈ 0.587）。其经济直觉为，若没有

足够高的知识吸收能力，则一方面民营企业愿意分享的知识价值本身就会比较低

（如定理 1 所示）。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分享知识后，国有企业也无法很好地利

用知识。因此，只有当知识吸收能力足够高（𝛿 > 𝛿），且当知识价值也较高时，

激励知识分享的混改才能提升社会福利。图 2 直观展示了定理 3。在图 2 中，每

条垂直的虚线代表民营企业愿意分享的最高知识价值（即上阈值λ(δ)）。从图 2 可

看出，当𝛿低于阈值𝛿时，在可激励分享的知识范围内，混改均无法提升社会福利。

只有当𝛿 ≥ 𝛿时，位于上下阈值间的知识价值（𝑟(𝛿) ≤ 𝑟 ≤ λ(δ)）才可提升社会福

利。其中，𝑟(𝛿)满足𝑊1 (𝜃(𝑟, 𝛿)) = 𝑊𝑁(𝑟)。从图 2 也可看出，𝛿越大，更低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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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价值即可实现社会福利提升。其中的直觉为，吸收能力越强使得国有企业能够

更好地利用知识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升社会福利。 

 

图 2 社会福利变化 

在最优混改股权结构下，消费者福利为𝐶𝑆1 (𝜃(𝑟, 𝛿)) =
1

2
[𝑄1 (𝜃(𝑟, 𝛿))]2，混

改前的消费者福利𝐶𝑆𝑁 =
1

2
𝑒2，易知𝐶𝑆1 (𝜃(𝑟, 𝛿)) < 𝐶𝑆𝑁，即激励知识分享的混改

难以提升消费者福利。图 3 直观呈现了混改后消费者福利随着知识价值𝑟和知识

吸收能力𝛿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虽然混改后消费者福利将下降，但不同的知

识吸收能力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程度不同。当知识吸收能力很低时（如𝛿 = 0.2），

随着𝑟增加，混改后消费者福利下降的幅度反而更大。其中的直觉为，𝑟越大，激

励知识分享需要转让的股权比例也越高，但由于国有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弱而难以

有效利用知识，生产协作效应对消费者福利造成的负面作用远超于知识分享的正

面作用，造成消费者福利下降幅度更大。只有当知识吸收能力较高，国有企业能

够有效利用知识时，随着知识价值𝑟的提升，消费者福利的下降幅度才减少。 

 
图 3 消费者福利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消费者福利的降低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行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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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帕累托改进。具体地：在混改后社会福利提升的情况下，可知有民营企业利

润增加与国有企业利润增加之和大于消费者福利减少，即𝜋𝑝
1 − 𝜋𝑝

𝑁 + 𝜋𝑠
1 − 𝜋𝑠

𝑁 >

𝐶𝑆𝑁 − 𝐶𝑆1。同时，通过最大化股权价格t可以将民营资本通过混改增加的利润全

部“抽走”，即t = 𝜋𝑝
1 + 𝜃𝜋𝑠

1 − 𝜋𝑝
𝑁。此时，t + (1 − θ)(𝜋𝑠

1 − 𝜋𝑠
𝑁) > 𝐶𝑆𝑁 − 𝐶𝑆1。

因此，通过将t以及国有企业增加的部分利润“转移支付”给消费者，能够弥补

其福利的减少，实现帕累托改进13。 

总体而言，若以社会福利为标准辩证地看待混改，只有当知识吸收能力超过

阈值𝛿，且当知识价值处于合理范围内（即𝑟(𝛿) ≤ 𝑟 ≤ λ(δ)），混改才是最优的，

否则保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作为独立竞争主体（不混改）更有利于社会福利。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价值较高和较低时不混改更优的原因并不相同。知识价值太

低时不混改更有利于社会福利是因为，此时混改虽然能够激励知识分享，一定程

度上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但企业利润的提升无法弥补消费者福利的下降，

造成社会福利损失。而知识价值太高时不混改更优是因为在参股的情况下混改无

法激励知识分享而造成社会福利下降，而非高价值知识本身引起了社会福利下降。 

当知识吸收能力超过阈值𝛿时，可画出混改后的最优参股比例及相应的股权

价格示意图（以𝛿 = 0.8和𝛿 = 1为例），如图 4 和图 5 所示。图 4 显示了最优参股

比例的示意图（参股比例为 0 及表示不混改对社会福利更优）。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使得混改更优的知识价值𝑟所处的区间较窄，但我们并不能据此断言现实中

的混改多数是低效率的。原因在于，现实中的混改不仅包括同行业企业间的混改，

还包括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混改，在拓展分析部分我们也将对此进行分析。 

 

图 4 对社会福利最优的混改股权结构 

                                                   
13 需要注意的是，“转移支付”不能改变消费者的产品需求函数，否则分析将变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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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混改股权价格上限 

图 5 显示股权价格上限𝑡(𝑟, 𝛿)随着知识价值 r 和吸收能力𝛿的变化情况。可

以看出，知识价值越高，混改的股权价格越高。这是因为，知识价值越高，混改

越有利于国有企业提升利润，民营资本从国有企业中享有的参股收益也越高，相

应地，国有资本可以对转让的股权制定更高的价格。同时，对于给定的知识价值，

当知识吸收能力更弱时，股权价格也更高。这是因为，当吸收能力更弱时，如定

理 1 所示，激励相同知识价值分享需要转让更高的股权，因此参股式混改带来的

生产协作效应更显著，民营资本可以从混改中获取更高的收益，相应地，国有资

本也可为转让的股权制定更高的价格。 

4 拓展分析 

基于基准模型的分析框架，本节将分别放松特定假设，考虑更一般化和更贴

近现实的情形，以验证基本结论的稳健性。具体而言，本节将依次考虑显性知识

转移、递增边际生产成本、异质产品竞争、国有资本多目标、产业链纵向关系以

及非对称信息结构对混改的影响。 

4.1 考虑显性知识的影响 

实践中，混改往往还伴随着显性知识的转移（如专利技术转移）。本节假设

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同影响了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即x = 𝑥1 + 𝑥2。其中，𝑥1

代表显性知识的价值，在混改时可以直接转移；𝑥2表示隐性知识价值，由于其分

享的不可缔约性，需要合理的股权结构进行激励。令r1 =
𝑥1

𝑒
，r2 =

𝑥2

𝑒
，且0 < r1 + r2 <

1。定义∆= [(14𝛿 − 16)𝑟1 + 1]2 − 4(7𝛿 − 13)(3𝛿 − 3)𝑟1
2，𝐴(𝑟1, 𝑟2, 𝛿) = (3𝛿 − 3)𝑟2

2 + [(6𝛿 −

2)𝑟1 + 3]𝑟2 − (𝛿 − 1)𝑟1
2 ， B(𝑟1, 𝑟2, 𝛿) = −r2(𝑟1 + r2 + 1) ， C(𝑟1, 𝑟2, 𝛿) = (𝑟1 + r2)[(𝛿 −

2)(𝑟1 + r2) + 𝑟1]。我们有如下定理 4。 

定理 4：当𝑟1 >
1

2√(7𝛿−13)(3𝛿−3)−(14𝛿−16)
时，参股情形下任意股权结构均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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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 励 民 营 企 业 分 享 隐 性 知 识 ； 当 𝑟1 ≤
1

2√(7𝛿−13)(3𝛿−3)−(14𝛿−16)
且 当

−[(14𝛿−16)𝑟1+1]+√∆

2(7𝛿−13)
< 𝑟2 ≤

−[(14𝛿−16)𝑟1+1]−√∆

2(7𝛿−13)
时 ， 给 予 民 营 企 业 超 过 阈 值

𝜃(𝑟1, 𝑟2, 𝛿) =
−B(𝑟1,𝑟2,𝛿)+√[B(𝑟1,𝑟2,𝛿)]2−4𝐴(𝑟1,𝑟2,𝛿)C(𝑟1,𝑟2,𝛿)

2𝐴(𝑟1,𝑟2,𝛿)
的股权比例才能激励其分享

隐性知识。 

定理 4 的经济直觉为，当显性知识价值较高时，隐性知识分享带来的参股增

量收益有限，反而容易使民营企业丧失竞争优势，因此其倾向于保留隐性知识。

只有当显性知识不太高、且隐性知识位于“中等”区间时14，给予其足够的股权

才能激励其分享隐性知识。例如，当𝛿 = 1时，可知当且仅当𝑟1 ≤
1

2
且0 < 𝑟2 ≤

1−2𝑟1

6

时，给予民营企业超过阈值的股权才能激励其分享隐性知识。注意到当𝛿 = 1时

基准模型中可以激励分享的最高隐性知识价值为
1

6
>

1−2𝑟1

6
，因此显性知识的存在

一定程度上“缩窄”了可以激励分享的隐性知识范围。 

与基准模型类似，可知
d𝑊1(𝜃)

d𝜃
< 0。因此，混改后最优股权结构一定在恰好

激励隐性知识分享的参股比例阈值处取得。在该最优股权结构处，社会福利的变

化如图 6 所示。可以看出，与基准模型类似，当知识吸收能力较低时，激励隐性

知识分享的混改无法提升社会福利。当知识吸收能力较高时，隐性知识价值超过

一定阈值时混改可以提升社会福利。与基准模型不同的是，当知识吸收能力足够

高时（如𝛿 ≥ 0.9），激励隐性知识分享的混改总是能够提升社会福利。此外，由

lim
𝜃→0

𝑊0(𝜃) = 𝑊𝑁 +
3

2
𝛿2𝑥1

2 + 𝛿𝑥1(𝑒 − 2𝑥)可知，当𝑟1 <
1−2𝑟2

2−
3

2
𝛿
时，即使混改后不分

享隐性知识，社会福利也可能提升。总体而言，显性知识的存在提高了混改提升

社会福利的可能性。 

 

图 6 考虑显性知识时混改后社会福利变化 

                                                   
14 当显性知识价值𝑟1 = 0时，即退化为基准模型的情形，即0 < 𝑟2 ≤

1

13−7𝛿
时，才能激励民营企业分享隐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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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考虑递增边际成本函数 

现实中，递增边际成本可能是混改的重要动因。本节探讨企业生产成本为边

际递增函数时混改策略的变化。假设民营企业成本函数为𝐶𝑝(𝑞)，未混改时国有

企业的成本函数为𝐶𝑠(𝑞)，混改后若分享隐性知识，则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变为

为𝐶𝑝1(𝑞)。各成本函数满足：（1）𝐶𝑝(𝑞) ≤ 𝐶𝑝1(𝑞) < 𝐶𝑠(𝑞)；（2） 0 < 𝐶𝑝
′(𝑞) ≤

𝐶𝑝1
′(𝑞) < 𝐶𝑠

′(𝑞)；（3）0 < 𝐶𝑝
′′(𝑞) ≤ 𝐶𝑝1

′′(𝑞) < 𝐶𝑠
′′(𝑞)。在该一般性递增边际成

本函数设定下，与基准模型类似，可知社会福利𝑊0(𝜃)随着参股比例θ提高而下

降。因此，在一般性递增成本函数结构下，若混改后无法实现隐性知识分享，则

社会福利将下降。同时，由于𝑊1(𝜃)也随着 𝜃递减，因此恰好激励知识分享的最

小参股比例即对应混改后的最优股权结构。 

由于在一般性成本函数情形下知识分享条件难以刻画，我们采用常见的二次

成本函数对此进行直观说明。具体地，设定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为𝐶𝑝(𝑞) =
(𝑐−𝑥)𝑞2

2
，

未混改前国有企业生产成本为𝐶𝑠(𝑞) =
𝑐𝑞2

2
，混改后若分享隐性知识，则国有企业

的生产成本变为𝐶𝑝1(𝑞) =
(𝑐−𝛿𝑥)𝑞2

2
。在该设定下，知识分享条件𝐹𝑝

1(𝜃, 𝑡) − 𝐹𝑝
0(𝜃, 𝑡)

如图 7 所示15。可见，在二次成本函数设定下，对于不同的知识吸收能力，激励

知识分享的股权阈值结构依然成立。当知识价值较高时，参股式混改无法激励知

识分享（𝐹𝑝
1(𝜃, 𝑡) − 𝐹𝑝

0(𝜃, 𝑡) < 0）。当知识价值适中时，给予民营资本超过股权阈值

的参股比例才可激励其分享隐性知识。 

 

图 7 二次成本函数下的知识分享条件 

在二次成本函数的设定下，采用最优股权结构的混改相比于未混改时社会福

                                                   
15 即使在二次成本函数设定下，知识分享条件依然具有较高的计算复杂度，难以有简洁的解析解，因此图 7 呈现了参数赋值后

数值模拟的结果。具体地，设定d = 10，c = 5，同时x取 4 个值 0.2、0.3、0.4、0.5，从而知识价值r =
𝑥

𝑑−𝑐
分别为 0.04、0.06、

0.08、0.1。 



17 
 

利变化如图 8 所示。可以看出，与基准模型类似，当知识吸收能力较低时（𝛿 =

0.1），激励知识分享的混改也难以提升社会福利。当知识吸收能力较高时（𝛿 =

1），激励知识分享的混改才可能提升社会福利16。与基准模型所不同的是，当知

识吸收能力较高时，即使知识价值较低，激励知识分享的混改也能提升社会福利

（基准模型中当 r=0.04 时，知识吸收能力较高时也难以提升社会福利）。这表明，

当边际生产成本递增时，知识分享对生产效率提升产生的作用也将被“放大”，

使得更低的知识价值即可实现社会福利提升。 

 

图 8 二次成本函数情形混改后社会福利变化 

4.3 考虑异质产品竞争 

现实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能进行异质产品竞争。对此，参考 Singh and 

Vives(1984)[47]、Hackner(2000)[48]关于异质产品竞争的设定，假设一个代表性消费

者最大化其消费者福利𝐶𝑆(𝑞𝑝, 𝑞𝑠) = 𝑈(𝑞𝑝, 𝑞𝑠) − 𝑞𝑝𝑝𝑝 − 𝑞𝑠𝑝𝑠。其中，𝑈(𝑞𝑝, 𝑞𝑠) =

𝑑(𝑞𝑝 + 𝑞𝑠) −
1

2
(𝑞𝑝

2 + 𝑞𝑠
2 + 2𝛽𝑞𝑝𝑞𝑠)表示其效用函数，𝑞𝑗和𝑝𝑗（j = p、s）分别表示

产量和价格。参数𝛽 ∈ [0,1]衡量产品之间的差异程度。若𝛽 = 0，则每个企业在各

自的产品市场具有垄断势力；𝛽 = 1，则不同产品之间具有完全替代性，此时退

化到同质化产品竞争问题。更一般的情形是𝛽 ∈ (0,1)，即垄断竞争。在该设定下，

记 𝐴̃(𝛽, 𝛿, 𝑟) = [(4 − 𝛽2)𝛿 + 𝛽3 − 4𝛽]𝑟2 + (𝛽3 − 2𝛽2 − 4𝛽 + 8)𝑟 ， 𝐵̃(𝛽, 𝛿, 𝑟) =

(𝛽3 − 2𝛽)𝑟2 + (𝛽3 − 2𝛽)𝑟，𝐶̃(𝛽, 𝛿, 𝑟) = (𝛽2𝛿 − 2𝛽)𝑟2 + 2(𝛽2 − 𝛽)𝑟，𝜃(𝛽, 𝛿, 𝑟) =

−𝐵̃(𝛽,𝛿,𝑟)+√[𝐵̃(𝛽,𝛿,𝑟)]2−4𝐴̃(𝛽,𝛿,𝑟)𝐶̃(𝛽,𝛿,𝑟)

2𝐴̃(𝛽,𝛿,𝑟)
，𝑙(𝛽) = 3𝛽3 + 3𝛿𝛽2 − 16𝛽 + 4𝛿，𝐽(𝛽) = 16𝛽 −

6𝛽2 − 3𝛽3 − 8。则有如下定理 5。 

定理 5：对于任一吸收能力𝛿，存在唯一的𝛽(𝛿)，当产品差异程度较大即𝛽 ∈

                                                   
16 位于y = 0线上的点即对应不混改的情形。在该知识价值情形下，参股式混改难以激励知识分享，此时不混改对社会福利更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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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𝛽(𝛿)]时，对于任意知识价值𝑟 ∈ (0,1)，总可以通过使民营企业参股比例高于

股权阈值𝜃(𝛽, 𝛿, 𝑟)激励其分享知识。当产品差异程度较小即𝛽 ∈ (𝛽(𝛿),1)时，只

有当知识价值𝑟 ≤ 𝑟 = min {
𝐽(𝛽)

𝑙(𝛽)
, 1}时，才可通过使民营企业参股比例高于股权阈

值𝜃(𝛽, 𝛿, 𝑟)激励其分享知识；当𝑟 > 𝑟时，参股条件下无法激励民营企业分享知识。 

定理 5 表明，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产品差异程度较大时，两个企业的竞争

程度较低，因此民营企业分享隐性知识并不会降低自身竞争优势，反而可以提高

参股获得的收益，因此有更强的激励分享隐性知识。当产品差异程度较小时，竞

争程度提高，此时与基准模型类似，只有当知识价值不超过特定阈值时，民营企

业才有激励分享知识，且分享知识需使其参股比例高于一定阈值。对于采用最优

股权结构混改后社会福利的变化，如图 9 所示。 

从图 9 可以看出，对于给定的吸收能力δ，产品差异程度越大，混改后社会

福利越容易提升。其经济直觉为，产品差异越大，竞争越小，混改后的生产协作

效应对消费者福利的降低越小，社会福利越容易提升。当产品差异程度较小且吸

收能力较弱时，与基准模型类似，激励知识分享的混改也难以提升社会福利。 

 

 

图 9 差异化产品竞争混改后社会福利变化 

4.4 考虑国有资本的多重目标 

现实中，鉴于地方财政因素，国有资本可能同时具有社会福利和自身收益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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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目标。为简化分析又不失一般性，假设两个目标的权重相同并将之标准化为 1。

其中，社会福利为W(𝑞𝑝, 𝑞𝑠)，国有资本的收益为(1 − 𝜃)𝜋𝑠 + 𝑡。混改后国有企业

的目标为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目标的加权平均，即 𝜃𝜋𝑠(𝑞𝑠, 𝑞𝑝) + (1 −

θ)[W(𝑞𝑝, 𝑞𝑠) + (1 − 𝜃)𝜋𝑠(𝑞𝑠, 𝑞𝑝) + 𝑡]。在该设定下，可知均衡产量为： 

𝑄𝑘(𝜃) =
[𝑛(𝜃) + 1]𝑒 + [𝑘𝛿𝑛(𝜃) + 1]𝑥

𝑛(𝜃) + 2
(11) 

其中，𝑛(𝜃) = (1 − 𝜃) [
1−𝜃

(1−𝜃)2+𝜃
+ 1]，且n′(𝜃) < 0。可以看出，（11）式与基准模型

中的（7）式结构一致。进一步地，知识分享条件𝐹𝑝
1(𝜃, 𝑡) ≥ 𝐹𝑝

0(𝜃, 𝑡)等价于： 

v(𝜃) =
𝜃𝑛(𝜃) + 4𝜃 − 2

(4 − 4𝛿)𝜃 − [(𝛿 − 2) − (1 − 𝛿)𝜃]𝑛(𝜃) + 2
≥ r (12) 

易知，在𝜃 ∈ [0,
1

2
]内v(𝜃)的最大值一定在𝜃 =

1

2
处取得。由v (

1

2
) =

5

73−39𝛿
可知，当

r >
5

73−39𝛿
，参股式混改无法激励隐性知识分享。只有当r ≤

5

73−39𝛿
时，给予民营

资本超过阈值𝜃的股权，才能激励其分享隐性知识。其中，𝜃满足v(𝜃) = r。因此，

激励知识分享的阈值结构保持稳健。类似地，有
𝑑𝑊0(𝜃)

𝑑𝜃
< 0和lim

𝜃→0
𝑊0(𝜃) = 𝑊𝑁，

以及
𝑑𝑊1(𝜃)

𝑑𝜃
< 0。因此，无法激励知识分享的混改难以提升社会福利，最大化混

改后社会福利的股权结构一定在阈值𝜃取得。在该股权结构处，社会福利的变化

如图 10 所示。可以看出，与基准模型类型，当知识吸收能力较低时，激励知识

分享的混改无法提升社会福利。只有当知识吸收能力较高且知识价值超过一定阈

值时，激励知识分享的混改才可能提升社会福利。 

 
图 10 国有资本多目标情形混改后社会福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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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考虑产业链纵向关系 

现实中，国有企业多位于产业链上游，民营企业多位于产业链下游（任晓猛

等，2022[49]）。为了探究产业链上下游关系对混改的影响，本节考虑上游国有企

业为下游民营企业提供中间品，下游民营企业利用中间品生产最终品的场景。同

时，国有企业决定中间产品价格i，民营企业决定最终品价格p。假设 1 单位最终

品需要 1 单位中间品投入。民营企业的目标为最大化利润，国有企业的目标为最

大化社会福利。下游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函数为Q(p) = d − p。因此，民营企业

的利润为𝜋𝑝(𝑝) = [𝑝 − (𝑐 − 𝑥) − 𝑖]Q(p)，国有企业的利润为𝜋𝑠(𝑖, 𝑝) = [𝑖 − 𝑐]Q(p)，

消费者福利为CS(p) =
[Q(p)]2

2
，社会福利为W(p) = [𝑝 − (2𝑐 − 𝑥)]Q(p) +

[Q(p)]2

2
。

民营企业决定最终品价格的一阶条件为： 

𝜕𝜋𝑝(𝑝)

𝜕𝑝
= d + c − x + i − 2p = 0 (13) 

因此，最优品的定价规则为𝑝(𝑖) =
d+c−x+i

2
，易知

𝜕𝑝(𝑖)

𝜕𝑖
> 0。将𝑝(𝑖)代入社会福利表

达式，并将社会福利对𝑖求导可知： 

𝜕W(𝑝(𝑖))

𝜕𝑖
= [𝑝 − (2𝑐 − 𝑥)]Q′(p)

𝜕𝑝(𝑖)

𝜕𝑖
< 0 (14) 

因此，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国有企业会将中间品价格定为边际成本𝑐。同

时，由于
𝜕𝜋𝑝(𝑝(𝑖))

𝜕𝑖
= [𝑝 − (𝑐 − 𝑥) − 𝑖]Q′(p)𝑝′(𝑖) − Q(p) < 0。由此可见，即使是未

混改时，若下游民营企业的隐性知识能够帮助国有企业降低边际生产成本时，其

一定会将隐性知识分享给国有企业，从而享受更低的中间品价格，进而获取更大

利润。混改后，分享知识降低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依旧有利于提高民营资本收益，

但由于此时国有企业具有利润目标，因此中间品价格可高于边际生产成本。具体

而言，当𝜃 > 2 − √3时，国有企业会将中间投入品的价格定为高于边际生产成本

𝑐 − 𝛿𝑥。当𝜃 ≤ 2 − √3时，国有企业会选择将中间品价格定为边际生产成本𝑐 − 𝛿𝑥。 

由于
𝜕W(𝑝(𝑖))

𝜕𝑖
< 0，更低的中间投入品价格更有利于社会福利。因此，为了避

免中间投入品价格被定在边际生产成本以上，民营资本的参股比例𝜃不应超过

2 − √3。低于2 − √3的参股比例既有利于民营企业分享知识降低国有企业边际生

产成本，又有利于国有企业将中间品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从而实现最优社会福利。 

综上所述，无论国有企业知识吸收能力高低，在产业链纵向互补关系中，无

论是否混改，民营企业总是有内生激励分享知识降低国有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

但混改后过高的参股比例会提升中间品价格而降低社会福利。因此，在纵向产业



21 
 

链结构中，虽然不存在激励知识分享的股权阈值结构特征，但合理的混改股权结

构设计对于避免产业链定价“扭曲”、提升产业链运行效率和社会福利至关重要。 

4.6 隐性知识价值为私有信息 

现实中，隐性知识价值可能为民营企业的私有信息。此时，是否可通过合宜

的合约设计甄别企业的知识价值类型并实现最优社会福利？根据基准模型分析

可知，针对给定的知识价值和知识吸收能力，可最大化混改后社会福利的股权结

构是唯一确定的，即𝜃(𝑟, 𝛿)。本小节将考虑如何设计包含股权比例和股权价格的

混改合约，引导企业基于自身真实类型选择相应合约，实现对应的最优社会福利。 

对应于最大化社会福利的股权结构关于知识价值的变化特征，本节考虑三种

知识类型——低价值类型（r𝑙）、中等价值类型（r𝑚）和高价值类型（rℎ），满足

r𝑙 < r𝑚 < rℎ（以下简称为低类型、中类型和高类型）。其中，中类型对应于位于

上下阈值间的知识价值范围，如图 11 所示。具体地，𝑟𝑚的区间为[𝑟(𝛿), λ(δ)]。

相应地，𝑟𝑙的区间为(0, 𝑟(𝛿))， 𝑟ℎ的区间为(λ(δ), 1)。 

 

图 11 知识价值类型示意图  

定义𝑐0 = (0,0)表示不混改合约，𝑐𝑚 = (𝜃(r𝑚), 𝑡(r𝑚))表示恰好激励中类型分

享知识的混改合约。考虑合约组合{𝑐0, 𝑐𝑚}，若低类型和高类型选择𝑐0，中类型选

择𝑐𝑚，则该合约组合可引导企业基于自身真实类型选择相应合约，实现对应的最

优社会福利。 

令𝐹𝑝
1(𝜃(r̂), 𝑡(r̂); 𝑟)表示真实类型为𝑟的企业接受针对r̂类型的合约(𝜃(r̂), 𝑡(r̂))

并分享知识时民营资本的收益，𝐹𝑝
0(𝜃(r̂), 𝑡(r̂); 𝑟)表示真实类型为𝑟的企业接受针

对r̂类型的合约(𝜃(r̂), 𝑡(r̂))但不分享知识时民营资本的收益17。合约组合{𝑐0, 𝑐𝑚}需

满足如下激励相容条件： 

（1）低类型和中类型的激励相容： 

                                                   
17 r̂ = r即表示类型为𝑟的企业接受了对其最优的合约。 

𝑟0 1𝑟 𝛿

𝜃 

𝑟𝑙 𝑟𝑚 𝑟ℎ

λ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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𝜋𝑝
𝑁(r𝑙) ≥ 𝐹𝑝

1(𝜃(r𝑚), 𝑡(r𝑚); r𝑙) (15) 

𝐹𝑝
1(𝜃(r𝑚), 𝑡(r𝑚); r𝑚) ≥ 𝜋𝑝

𝑁(r𝑚) (16) 

    （2）中类型和高类型的激励相容： 

𝐹𝑝
1(𝜃(r𝑚), 𝑡(r𝑚); r𝑚) = 𝐹𝑝

0(𝜃(r𝑚), 𝑡(r𝑚); r𝑚) ≥ 𝜋𝑝
𝑁(r𝑚) (17) 

𝜋𝑝
𝑁(rℎ) ≥ 𝐹𝑝

0(𝜃(r𝑚), 𝑡(r𝑚); rℎ) (18) 

同时，为使中类型具有激励参与混改，需满足该类型的个体理性约束： 

𝐹𝑝
1(𝜃(r𝑚), 𝑡(r𝑚); r𝑚) ≥ 𝜋𝑝

𝑁(r𝑚) (19) 

记  a(r𝑚) =
(1−𝛿)[(1−𝛿)𝑓(𝜃(r𝑚))+1]

𝑓(𝜃(r𝑚))+2
+

(2𝛿−1)2

[𝑓(𝜃(r𝑚))+2]2
， b(r𝑚) =

1−𝛿

𝑓(𝜃(r𝑚))+2
+

2(2𝛿−1)

[𝑓(𝜃(r𝑚))+2]2
， 𝑟ℎ̂(r𝑚) = 1 − 𝜃(r𝑚) − r𝑚，𝑟𝑙̂(r𝑚) =

b(r𝑚)

1−a(r𝑚)
− r𝑚，则有定理 6。 

定理 6：对任意r𝑚 ∈ [𝑟(𝛿), λ(δ)]，合约组合{𝑐0, 𝑐𝑚}满足激励相容的充分必要

条件为： 𝑡(r𝑚) = 𝑡(r𝑚)，同时有r𝑙 ≤ 𝑟𝑙̂(r𝑚)和rℎ ≥ 𝑟ℎ̂(r𝑚)成立。 

定理 6 表明，给定r𝑚，当针对中类型的股权价格取其上限𝑡(r𝑚)，且中类型

与低类型（高类型）的差异足够大时，可通过合约组合{𝑐0, 𝑐𝑚}甄别出企业的真实

类型。低类型模仿中类型的动机在于获取参股后生产协作效应带来的收益提升，

当股权价格取上限时，能够最大限度地“抽取”低类型的模仿收益，降低其模仿

激励18。因此，当低类型r𝑙较低时，模仿中类型需付出较高的成本，此时低类型企

业缺乏激励模仿。而当𝑟ℎ较高时，高类型企业即使不模仿中类型其收益𝜋𝑝
𝑁(rℎ)也

较高，从而使得激励相容条件𝜋𝑝
𝑁(rℎ) ≥ 𝐹𝑝

0(𝜃(r𝑚), 𝑡(r𝑚); rℎ)成立。特别地，当𝛿 =

1时，可知有r𝑙 ≤ 𝑟𝑙̂(r𝑚)恒成立，此时低类型一定不会模仿中类型。因此，较高的

知识吸收能力能够降低混改合约设计的难度。 

当r𝑙 > 𝑟𝑙̂(r𝑚)和rℎ < 𝑟ℎ̂(r𝑚)时，不同类型之间的差距不显著，激励相容条件

难以自然成立，合约组合{𝑐0, 𝑐𝑚}无法有效甄别企业类型。此时，高类型和低类型

都将选择𝑐𝑚而非𝑐0，为避免高类型和低类型模仿中类型参与混改而造成社会福利

损失，需给予高类型和低类型适量“补贴”，以引导高类型和低类型放弃选择针

对中类型的合约。该“补贴”可视为信息租金。其中，给予高类型的最低“补贴”

                                                   
18 所谓模仿，指的企业选择针对非自身真实类型的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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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为τ(r𝑚, rℎ) = 𝐹𝑝
0(𝜃(r𝑚), 𝑡(r𝑚); rℎ) − 𝜋𝑝

𝑁(rℎ)，给予低类型的最低补贴额度为

τ(r𝑚, r𝑙) = 𝐹𝑝
1(𝜃(r𝑚), 𝑡(r𝑚); r𝑙) − 𝜋𝑝

𝑁(r𝑙)。为避免低类型和高类型相互模仿，“补

贴 ” 额 度 应 为 τ = max {τ(r𝑚, rℎ), τ(r𝑚, r𝑙)} 。 相 应 地 ， 合 约 组 合

{(0, −τ), (𝜃(r𝑚), 𝑡(r𝑚))}可使得低类型与高类型选择(0, −τ)，而中类型选择

(𝜃(r𝑚), 𝑡(r𝑚))。由于社会福利水平仅与股权结构有关，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

间的股权价格支付无关，该合约组合可实现最优社会福利水平。实践中，通过补

贴民营企业以甄别其类型可能不具有可操作性，此时需考虑设计次优股权结构，

相应分析将异常复杂，已超出本文考虑范围，留待未来研究。 

综上所述，当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异足够显著时，合约组合{𝑐0, 𝑐𝑚}可有效甄别

企业的知识价值类型。当高类型和中类型的差异较不显著时，高类型有激励模仿

中类型参与混改，但混改后却缺乏激励分享知识，造成社会福利下降。当低类型

和中类型的差异较不显著时，低类型有激励模仿中类型参与混改，参与混改后虽

然愿意分享知识，但由于知识价值较低，同样会造成社会福利下降。此时，为避

免高类型和低类型模仿中类型，实现最优社会福利水平，需额外付出一定额度的

信息租金。基准模型不存在信息非对称时，股权价格的设定具有更高的自由度（满

足民营资本参与约束的价格即可），但存在信息非对称时，合约组合{𝑐0, 𝑐𝑚}中股

权价格的设定对于有效甄别不同知识类型从而提高混改效率至关重要。总体而言，

信息结构是影响混改合约的重要因素。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知识成为企业价值创造一个日益重要的生产要素之际，引入非国有股东并

通过知识赋能机制助力国有企业提升竞争力，是新时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动

机之一。本文基于民营企业隐性知识分享背景，基于具有交叠持股特征的混合寡

头竞争模型，系统分析参股式混改的最优股权结构特征及其福利效应。同时，结

合民营企业知识价值及国有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差异，探讨混改的“边界”问题，

即何种条件下混改可以提升社会福利。本文研究表明：第一，激励民营企业分享

隐性知识需使其参股比例高于一定阈值，该阈值随着知识价值提高而提高，当知

识价值高于特定阈值时，使民营企业参股无法激励其分享隐性知识。此时，在无

法实现知识赋能的情况下强行推进混改难以提升社会福利。第二，恰好激励隐性

知识分享的参股比例为混改的最优股权结构，在该最优混改股权结构下，相比于

混改前社会福利的变化呈现“三阈值”特征：当且仅当国有企业知识吸收能力高

于特定阈值，且知识价值也处于上下两个阈值之间时，恰好激励知识分享的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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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提升社会福利。因此，“中等”知识价值和较强知识吸收能力即界定了参股

式混改的“有效边界”。第三，进一步考虑显性知识转移、递增边际成本、异质

产品竞争、国有资本多重目标等因素对混改的影响发现，激励隐性知识分享的参

股阈值结构和社会福利变化情况保持稳健。同时，在纵向产业链结构中，民营企

业具有内生激励分享隐性知识，但混改的股权结构对于产业链运行效率和社会福

利具有重要影响。最后，当隐性知识价值为民营企业私有信息时，可通过合理的

合约设计有效甄别民营企业的不同知识价值类型。 

在我国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时期，本研究具有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应以积极稳妥的姿态推进混改，准确把握混改的“边界”。根据本文

的结论，应把握“宜混则混”的思想，有针对性地推进混改，避免“大干快上”。

当国有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太弱或尽管有较高的知识吸收能力但无法激励较高价

值知识分享时，引入同行业民营企业参与混改虽然可以实现国有企业一定程度上

的利润提升，但并不能提升社会福利，此时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保持民营企业和

国有企业作为独立的竞争主体反而更有利，“拉郎配”式的强行推进混改并不能

实现有效率的结果。当国有企业知识吸收能力较强，且民营企业知识价值适中时，

引入同行业的民营企业参股有利于提升社会福利和国有企业生产效率。在异质产

品竞争和产业链纵向互补市场结构中，混改的知识赋能更加顺畅，社会福利也更

容易提升，应适当鼓励这两类领域内的混改有序推进。特别地，在推进产业链纵

向混改时，应合理设计股权结构以提升产业链运行效率和社会福利，避免上游国

有企业过度追求利润目标而使得中间产品定价决策产生“扭曲”而不利于产业

链整体价值优化。 

其次，给予非国有资本股权是“引知”的重要抓手，特别是针对分享隐性知

识这一不可缔约的行为而言。根据民营企业的隐性知识价值和国有企业吸收能力

设计合理的股权结构以保证足够的激励强度，是实现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互利

共赢的关键。混股权的更高层次目的是为了实现知识的高效流动，决不能“形混

而神不混”而忘却混改的初心。同时，混改过程中国有股权也需根据隐性知识价

值和知识吸收能力等因素进行合理定价，在满足民营资本参与混改的前提下，尽

可能确保国有资本收益，以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避免混改中的国有资产流

失。在完全信息情形下，股权价格设定可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存在信息不对称时，

为了甄别合适对象参与混改实现最优社会福利，合理设定股权价格就显得尤为关

键，对此应充分发挥混改中股权价格的信息甄别功能，以提高混改效率。 

最后，国有企业也应积极提升自身知识吸收能力。一方面，良好的知识吸收

能力有助于国有企业更大程度地将外部知识吸收并应用于提升自身生产效率；另

一方面，提升国有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可以在激励相同价值知识分享的前提下减少

股份转让比例，从而尽可能降低民营资本参股产生的生产协作效应对消费者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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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不利影响。此外，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国有企业更高的知识吸收能力也

使得通过合宜的混改合约设计甄别民营企业知识价值类型更加容易。鉴于此，实

践中国有企业应重视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甚至考虑在国有企业内部成立专门的

知识管理部门，以更好地提升知识吸收能力并提高知识利用效率。此外，在混改

过程中，也应综合考虑显性知识（专利技术）对隐性知识分享的影响，以更好地

实现系统性知识赋能，最终构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契合当前“一企一策”的混改思路。未来，随着

数据可得性以及隐性知识价值测算方法的成熟，可考虑依据本文的理论框架对现

实中参股式混改的具体效果进行科学评估。此外，知识吸收能力也可能是内生的，

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知识差距影响。未来，可进一步考虑将知识吸收能力内

生化。 

 

The optimal strategy for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it’s welfare effe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tacit 

knowledge sharing of private enterprise 

 

Abstract: In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SOE) with private enterprise, 

tacit knowledge transfer matters for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mixed enterprise, and thus affects 

the social welfare. Based on the mixed oligopoly model, this study considers the optimal mixed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its impact on social welfare. We find that: First, the private enterprise has 

incentives to share tacit knowledge if and only if equity share acquired by it is larger than a certain 

threshold, which increases in the knowledge value. If the knowledge value is sufficiently high, then 

the threshold is beyond the ceiling of equity transfer, which implies knowledge transfer cannot arise 

in the mixed ownership with private enterprise’s minority shareholding. Second, the equity transfer 

threshold corresponds to the optimal ownership structure. At this optimal ownership structure, the 

social welfare can be improved if and only if the SOE’s absorptive capacity is higher than a certain 

threshold and the knowledge value lies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threshold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hreshold of equity transfer remains robust after we consider explicit knowledge 

transfer, increasing marginal cost, differentiated duopoly and the multi-task of state-owner. 

Meanwhile,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structure, the private firm has endogenous incentive to share tacit 

knowledge. Finally, if the knowledge value is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private information, a feasible 

equity transfer contract can be designed to screen the knowledge type.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theory 

of mixed-ownership firm and that of mixed oligopoly,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mixed-ownership reform.  

Key words: Mixed Ownership; Ownership Structure; Welfare effect; Tacit knowledge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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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录 

6.1 基准模型详细推导 

不混改时均衡产量满足如下一阶条件： 

𝜕𝑊(𝑞𝑠, 𝑞𝑝
𝑁)

𝜕𝑞𝑠
|𝑞𝑠=𝑞𝑠𝑁 = 𝑑 − 𝑞𝑝

𝑁 − 𝑞𝑠
𝑁 − 𝑐 = 0  

𝜕𝜋𝑝(𝑞𝑝, 𝑞𝑠
𝑁)

𝜕𝑞𝑝
|𝑞𝑝=𝑞𝑝

𝑁 = 𝑑 − (𝑐 − 𝑥) − 2𝑞𝑝
𝑁 − 𝑞𝑠

𝑁 = 0  

混改后均衡产量满足如下一阶条件： 

𝜕𝐹𝑠 (𝑞𝑠, 𝑞𝑝
𝑘(𝜃))

𝜕𝑞𝑠
|𝑞𝑠=𝑞𝑠𝑘(𝜃) = 𝑃(𝑄𝑘(𝜃)) − (𝑐 − 𝑘𝛿𝑥) − 𝜃𝑞𝑠

𝑘(𝜃) = 0  

𝜕𝐹𝑝 (𝑞𝑝, 𝑞𝑠
𝑘(𝜃))

𝜕𝑞𝑝
|𝑞𝑝=𝑞𝑝

𝑘(𝜃) = 𝑃(𝑄𝑘(𝜃)) − (𝑐 − 𝑥) − 𝑞𝑝
𝑘(𝜃) − 𝜃𝑞𝑠

𝑘(𝜃) = 0  

 

𝑭𝒑
𝒌(𝜽, 𝒕)的单调性证明： 

𝐹𝑝
0(𝜃, 𝑡) = 𝜋𝑝

0 (𝑞𝑝
0(𝜃), 𝑞𝑠

0(𝜃)) + 𝜃𝜋𝑠
0 (𝑞𝑝

0(𝜃), 𝑞𝑠
0(𝜃)) − 𝑡

= [𝑑 − 𝑞𝑝
0(𝜃) − 𝑞𝑠

0(𝜃) − (𝑐 − 𝑥)]𝑞𝑝
0(𝜃)

+ 𝜃[𝑑 − 𝑞𝑠
0(𝜃) − 𝑞𝑝

0(𝜃) − 𝑐]𝑞𝑠
0(𝜃) − 𝑡 

由于𝑞𝑠
𝑘(𝜃)是𝜃的减函数，因此𝐹𝑝

0(𝜃, 𝑡)第一项是𝜃的增函数，因此要证明

𝐹𝑝
0(𝜃, 𝑡)是𝜃的增函数，只需验证第二项也是𝜃的增函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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𝜃[𝑒 − 𝑞𝑠
0(𝜃) − 𝑞𝑝

0(𝜃)]𝑞𝑠
0(𝜃) = [𝑒 − (1 − 𝑘𝛿)𝑥 −

𝑒 + (2𝑘𝛿 − 1)𝑥

1 + 𝜃
]
𝑒 + (2𝑘𝛿 − 1)𝑥

1 + 𝜃

= (𝑒 − 𝑥)2
𝜃2

(1 + 𝜃)2
 

由于
𝜃2

(1+𝜃)2
是𝜃的增函数。因此𝐹𝑝

0(𝜃, 𝑡)是𝜃的增函数。 

类似地： 

𝐹𝑝
1(𝜃, 𝑡) = 𝜋𝑝

1 (𝑞𝑝
1(𝜃), 𝑞𝑠

1(𝜃)) + 𝜃𝜋𝑠
1 (𝑞𝑝

1(𝜃), 𝑞𝑠
1(𝜃)) − 𝑡 =

= [𝑒 + 𝑥 − 𝑞𝑝
1(𝜃) − 𝑞𝑠

1(𝜃)]𝑞𝑝
1(𝜃) + 𝜃[𝑒 + 𝑘𝛿𝑥 − 𝑞𝑠

1(𝜃) − 𝑞𝑝
1(𝜃)]𝑞𝑠

1(𝜃) − 𝑡 =

= 𝑒2{
(1 − 𝛿)𝑟 + (1 − 𝛿)[(1 − 𝛿)𝑓(𝜃) + 1]𝑟2

𝑓(𝜃) + 2
+

[1 + (2𝛿 − 1)𝑟]2

[𝑓(𝜃) + 2]2
} − 𝑡

=
𝑒2𝜃2 + 𝑒𝜃𝑥[1 − 𝜃 + 𝛿(3𝜃 − 1)] + [1 + 𝜃 + 𝜃2 + 𝛿2(1 + 3𝜃2) − 𝛿(2 + 𝜃 + 3𝜃2)]𝑥2

(1 + 𝜃)2

− 𝑡 

因此，
𝑑𝐹𝑝

1

𝑑𝜃
=

[𝑒+(2𝛿−1)𝑥]∙{2𝑒𝜃+[1−𝜃+𝛿(−1+3𝜃)]𝑥}

(1+𝜃)3
=

𝑒2

(1+𝜃)3
[1 + (2𝛿 − 1)𝑟] ∙ {2𝜃 + [1 −

𝜃 + 𝛿(−1 + 3𝜃)]𝑟} =
𝑒2

(1+𝜃)3
[1 + (2𝛿 − 1)𝑟] ∙ [(2 − 𝑟 + 3𝑟𝛿)𝜃 + (1 − 𝛿)𝑟] > 0，因

此，𝐹𝑝
1(𝜃, 𝑡)是𝜃的增函数。 

综上，𝐹𝑝
0(𝜃, 𝑡)和𝐹𝑝

1(𝜃, 𝑡)均为𝜃的增函数。 

 

定理 1 证明： 

由 

𝐹𝑝
1(𝜃, 𝑡) = 𝜋𝑝

1 (𝑞𝑝
1(𝜃), 𝑞𝑠

1(𝜃)) + 𝜃𝜋𝑠
1 (𝑞𝑝

1(𝜃), 𝑞𝑠
1(𝜃)) − 𝑡

= [𝑑 − 𝑄1(𝜃) − (𝑐 − 𝑥)]𝑞𝑝
1(𝜃) + 𝜃[𝑑 − 𝑄1(𝜃) − (𝑐 − 𝛿𝑥)]𝑞𝑠

1(𝜃) − 𝑡

= 𝑒2{
(1 − 𝛿)𝑟 + (1 − 𝛿)[(1 − 𝛿)𝑓(𝜃) + 1]𝑟2

𝑓(𝜃) + 2
+

[1 + (2𝛿 − 1)𝑟]2

[𝑓(𝜃) + 2]2
}

− 𝑡 

及 

𝐹𝑝
0(𝜃, 𝑡) = 𝜋𝑝

0 (𝑞𝑝
0(𝜃), 𝑞𝑠

0(𝜃)) + 𝜃𝜋𝑠
0 (𝑞𝑝

0(𝜃), 𝑞𝑠
0(𝜃)) − 𝑡

= [𝑑 − 𝑄0(𝜃) − (𝑐 − 𝑥)]𝑞𝑝
0(𝜃) + 𝜃[𝑑 − 𝑄0(𝜃) − 𝑐]𝑞𝑠

0(𝜃) − 𝑡

= 𝑒2{
𝑟 + [𝑓(𝜃) + 1]𝑟2

𝑓(𝜃) + 2
+

(1 − 𝑟)2

[𝑓(𝜃) + 2]2
} − 𝑡 

可知𝐹𝑝
1(𝜃, 𝑡) ≥ 𝐹𝑝

0(𝜃, 𝑡)等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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𝜇(𝜃) = [(3𝛿 − 3)𝑟 + 3]𝜃2 − (𝑟 + 1)𝜃 + (𝛿 − 2)𝑟 ≥ 0 

可看出𝜇(𝜃)是关于𝜃的一元二次函数。 

由𝜇(0) = (𝛿 − 2)𝑟 < 0可知，只有当𝜇(
1

2
) ≥ 0时，𝜇(𝜃) = 0才存在位于[0,0.5]内的

解，否则，任意θ ∈ [0,0.5]，均有𝜇(𝜃) < 0，则任意股权结构均无法激励民营企业

分享知识。下面讨论𝜇(
1

2
)的符号。由𝜇 (

1

2
) =

(7𝛿−13)𝑟+1

4
，可知： 

1）当𝑟 >
1

13−7𝛿
时，𝜇 (

1

2
) < 0，此时对任意𝜃 ∈ [0,0.5]，均有𝜇(𝜃) < 0，此时民营

资本参股无法激励其分享知识。 

2）当𝑟 ≤
1

13−7𝛿
时，𝜇 (

1

2
) ≥ 0，此时存在𝜃(𝑟, 𝛿)，使得当𝜃 ≥ 𝜃(𝛿, 𝑟)时有𝜇(𝜃) ≥ 0。

𝜃(𝛿, 𝑟)即为𝜇(𝜃)在[0,
1

2
]内的根，即𝜃(𝑟, 𝛿) =

𝑟+1+√(𝑟+1)2+4(2−𝛿)[(3𝛿−3)𝑟2+3𝑟]

2[(3𝛿−3)𝑟+3]
。

𝜃(𝑟, 𝛿)称为激励知识分享的临界股份。 

 

𝜽(𝒓, 𝜹)的单调性证明： 

𝜃(𝑟, 𝛿) =
𝑟 + 1 + √(𝑟 + 1)2 + 4(2 − 𝛿)[(3𝛿 − 3)𝑟2 + 3𝑟]

2[(3𝛿 − 3)𝑟 + 3]

=
𝑟 + 1

2[(3𝛿 − 3)𝑟 + 3]
+

1

2
√

(𝑟 + 1)2

[(3𝛿 − 3)𝑟 + 3]2
+

4𝑟(2 − 𝛿)

(3𝛿 − 3)𝑟 + 3 

给定𝑟，
4𝑟(2−𝛿)

(3𝛿−3)𝑟+3
是𝛿的减函数， 

𝑟+1

2[(3𝛿−3)𝑟+3]
和

(𝑟+1)2

[(3𝛿−3)𝑟+3]2
均是𝛿的减函数，因此有

𝜃(𝑟, 𝛿)是𝛿的减函数。 

给定𝛿，
𝑟+1

2[(3𝛿−3)𝑟+3]
、

(𝑟+1)2

[(3𝛿−3)𝑟+3]2
、

4𝑟(2−𝛿)

(3𝛿−3)𝑟+3
，都是关于r的增函数，因此𝜃(𝑟, 𝛿)是

𝑟的增函数。 

 

𝑾𝟎(𝜽)的单调性证明：
 

𝑊0(𝜃) = 𝑑𝑄0(𝜃) −
1

2
[𝑄0(𝜃)]2 − (𝑐 − 𝑥)𝑞𝑝

0(𝜃) − 𝑐𝑞𝑠
0(𝜃)

= 𝑒𝑄0(𝜃) −
1

2
[𝑄0(𝜃)]2 + 𝑥2 

将𝑊0(𝜃)对𝜃求导可得： 

d𝑊0(𝜃)

d𝜃
= 𝑒

𝑑𝑄0(𝜃)

𝑑𝜃
− 𝑄0(𝜃)

𝑑𝑄0(𝜃)

𝑑𝜃
= [𝑒 − 𝑄0(𝜃)]

𝑑𝑄0(𝜃)

𝑑𝜃
=

(𝑒−𝑥)2𝑓´(𝜃)

[𝑓(𝜃)+2]
   

由𝑄0(𝜃) =
[𝑓(𝜃)+1]𝑒+𝑥

𝑓(𝜃)+2
可得，

𝑑𝑄0(𝜃)

𝑑𝜃
=

(𝑒−𝑥)𝑓´(𝜃)

[𝑓(𝜃)+2]2
< 0，因此

𝑑𝑊0(𝜃)

𝑑𝜃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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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lim
𝜃→0

𝑄0(𝜃) = lim
𝜃→0

[𝑓(𝜃)+1]𝑒+𝑥

𝑓(𝜃)+2
= lim

𝜃→0

𝑒+𝜃𝑥

1+𝜃
= 𝑒，因此 lim

𝜃→0
𝑊0(𝜃) =

𝑒2

2
+ 𝑥2 = 𝑊𝑁。 

 

定理 2 证明： 

最大化混改后社会福利问题可表示为：

 

max
𝜃,𝑡

𝑊1(𝜃) 

𝑠. 𝑡. 
𝐹𝑝
1(𝜃, 𝑡) ≥ 𝜋𝑝

𝑁 

𝜃 ∈ [𝜃(𝑟, 𝛿),0.5] 

其中： 

𝑊1(𝜃) = 𝑑𝑄1(𝜃) −
1

2
[𝑄1(𝜃)]2 − (𝑐 − 𝑥)𝑞𝑝

1(𝜃) − (𝑐 − 𝛿𝑥)𝑞𝑠
1(𝜃)

= 𝑑𝑄1(𝜃) −
1

2
[𝑄1(𝜃)]2 − (𝑐 − 𝛿𝑥)𝑞𝑝

1(𝜃) − (𝑐 − 𝛿𝑥)𝑞𝑠
1(𝜃)

+ 𝑥(1 − 𝛿)𝑞𝑝
1(𝜃) = (𝑒 + 𝛿𝑥)𝑄1(𝜃) −

1

2
[𝑄1(𝜃)]2 + [𝑥(1 − 𝛿)]2 

则，
d𝑊1(𝜃)

d𝜃
= (𝑒 + 𝛿𝑥)

𝑑𝑄1(𝜃)

𝑑𝜃
− 𝑄1(𝜃)

𝑑𝑄1(𝜃)

𝑑𝜃
= [𝑒 + 𝛿𝑥 − 𝑄1(𝜃)]

𝑑𝑄1(𝜃)

𝑑𝜃
。 

由𝑄1(𝜃) =
[𝑓(𝜃)+1]𝑒+[𝛿𝑓(𝜃)+1]𝑥

𝑓(𝜃)+2
可得，

𝑑𝑄1(𝜃)

𝑑𝜃
=

[𝑒+(2𝛿−1)𝑥]𝑓´(𝜃)

[𝑓(𝜃)+2]2
< 0，因此

𝑑𝑊1(𝜃)

𝑑𝜃
< 0。因此，在[𝜃(𝑟, 𝛿),0.5]内使得𝑊1(𝜃)取最大的参股比例为𝜃 =

𝜃(𝑟, 𝛿)，在该股权结构下，股权价格应满足民营资本的参与约束，即： 

𝑡(𝑟, 𝛿) ≤ 𝑡(𝑟, 𝛿) = 𝜋𝑝
1(𝜃 ) + 𝜃 𝜋𝑠

1(𝜃 ) − 𝜋𝑝
𝑁

= 𝑒2{
(1 − 𝛿)𝑟 + (1 − 𝛿) [(1 − 𝛿)𝑓 (𝜃(𝑟, 𝛿)) + 1] 𝑟2

𝑓 (𝜃(𝑟, 𝛿)) + 2

+
[1 + (2𝛿 − 1)𝑟]2

[𝑓 (𝜃(𝑟, 𝛿)) + 2]2
} 

定理 3 证明： 

1.首先，给出𝑊1 (𝜃(𝑟, 𝛿)) > 𝑊𝑁的等价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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𝑊1(𝜃) = (𝑒 + 𝛿𝑥)𝑄1(𝜃) −
1

2
[𝑄1(𝜃)]2 + [𝑥(1 − 𝛿)]2

= (𝑒 + 𝛿𝑥)
𝑒 + 𝑥 + (𝑒 + 𝛿𝑥)𝑓(𝜃)

𝑓(𝜃) + 2
−

[𝑒 + 𝑥 + (𝑒 + 𝛿𝑥)𝑓(𝜃)]2

2[𝑓(𝜃) + 2]2
+ [𝑥(1 − 𝛿)]2

=
2(𝑒 + 𝑥)(𝑒 + 𝛿𝑥)[𝑓(𝜃) + 2] + 2(𝑒 + 𝛿𝑥)2𝑓(𝜃)[𝑓(𝜃) + 2] − [𝑒 + 𝑥 + (𝑒 + 𝛿𝑥)𝑓(𝜃)]2

2[𝑓(𝜃) + 2]2

+ [𝑥(1 − 𝛿)]2

=
4(𝑒 + 𝑥)(𝑒 + 𝛿𝑥) − (𝑒 + 𝑥)2 + (𝑒 + 𝛿𝑥)2[𝑓(𝜃)]2 + 4(𝑒 + 𝛿𝑥)2𝑓(𝜃)

2[𝑓(𝜃) + 2]2

+ [𝑥(1 − 𝛿)]2

=
4(𝑒 + 𝑥)(𝑒 + 𝛿𝑥) − (𝑒 + 𝑥)2 − 4(𝑒 + 𝛿𝑥)2 + (𝑒 + 𝛿𝑥)2[𝑓(𝜃) + 2]2

2[𝑓(𝜃) + 2]2

+ [𝑥(1 − 𝛿)]2

=
4(𝑒 + 𝑥)(𝑒 + 𝛿𝑥) − (𝑒 + 𝑥)2 − 4(𝑒 + 𝛿𝑥)2 + (𝑒 + 𝛿𝑥)2[𝑓(𝜃) + 2]2

2[𝑓(𝜃) + 2]2

+ [𝑥(1 − 𝛿)]2 =
(𝑒 + 𝛿𝑥)2[𝑓(𝜃) + 2]2 − [𝑒 − (1 − 2𝛿)𝑥]2

2[𝑓(𝜃) + 2]2
+ [𝑥(1 − 𝛿)]2 

 

因此，𝑊1(𝜃) > 𝑊𝑁等价于： 

(𝑒 + 𝛿𝑥)2[𝑓(𝜃) + 2]2 − [𝑒 − (1 − 2𝛿)𝑥]2

2[𝑓(𝜃) + 2]2
+ [𝑥(1 − 𝛿)]2 >

𝑒2

2
+ 𝑥2

⟺
(𝑒 + 𝛿𝑥)2[𝑓(𝜃) + 2]2 − [𝑒 − (1 − 2𝛿)𝑥]2

2[𝑓(𝜃) + 2]2
>

𝑒2

2
+ (2𝛿 − 𝛿2)𝑥2

⟺ (𝑒 + 𝛿𝑥)2 −
[𝑒 − (1 − 2𝛿)𝑥]2

[𝑓(𝜃) + 2]2
> 𝑒2 + (4𝛿 − 2𝛿2)𝑥2

⟺ (𝑒 + 𝛿𝑥)2 − [𝑒2 + (4𝛿 − 2𝛿2)𝑥2] >
[𝑒 − (1 − 2𝛿)𝑥]2

[𝑓(𝜃) + 2]2

⟺
2𝛿𝑒𝑥 + (3𝛿2 − 4𝛿)𝑥2

[𝑒 − (1 − 2𝛿)𝑥]2
>

1

[𝑓(𝜃) + 2]2
⟺

2𝛿𝑟 + (3𝛿2 − 4𝛿)𝑟2

[1 + (2𝛿 − 1)𝑟]2

>
1

[𝑓(𝜃) + 2]2
⟺

2𝛿𝑟 + (3𝛿2 − 4𝛿)𝑟2

[1 + (2𝛿 − 1)𝑟]2
> [

𝜃

𝜃 + 1
]2 

根据定理 1，只有当r ≤
1

13−7𝛿
时，才能够通过转让不低于知识分享临界点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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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知识分享。因此，在r ∈ (0,
1

13−7𝛿
]内，𝑊1 (𝜃(𝑟, 𝛿)) > 𝑊𝑁等价于： 

2𝛿𝑟 + (3𝛿2 − 4𝛿)𝑟2

[1 + (2𝛿 − 1)𝑟]2
> [

𝜃(𝑟, 𝛿)

𝜃(𝑟, 𝛿) + 1
]

2

 

对任意知识吸收能力𝛿，记G(r) =
2𝛿𝑟+(3𝛿2−4𝛿)𝑟2

[1+(2𝛿−1)𝑟]2
，则

𝑑G(r)

𝑑𝑟
=

𝛿[(2𝛿−6)𝑟+2]

[1+(2𝛿−1)𝑟]3
，因此G(r)

在[0,
1

3−𝛿
)上递增，在[

1

3−𝛿
, 1)上递减，又因为G(0) = 0，因此在[0,

1

3−𝛿
)内均有

G(0) > 0。又因为13 − 7𝛿 > 3 − 𝛿，因此在r ∈ [0,
1

13−7𝛿
]内有G(r) > 0，因此在r ∈

(0,
1

13−7𝛿
]内，

2𝛿𝑟+(3𝛿2−4𝛿)𝑟2

[1+(2𝛿−1)𝑟]2
> [

𝜃(𝑟,𝛿)

𝜃(𝑟,𝛿)+1
]2等价于： 

𝑔(r) =
√2𝛿𝑟 + (3𝛿2 − 4𝛿)𝑟2

1 + (2𝛿 − 1)𝑟
>

𝜃(𝑟, 𝛿)

𝜃(𝑟, 𝛿) + 1
= ℎ(𝑟) 

由于在r ∈ (0,
1

13−7𝛿
]内有G´(r) > 0，G´´(r) < 0，因此有g´(r) =

G´(r)

2√𝐺(𝑟)
> 0，g´´(r) =

√𝐺(𝑟)G´´(r)−G´(r)
G´(r)

2√𝐺(𝑟)

2√𝐺(𝑟)
< 0。此外，在r ∈ (0,

1

13−7𝛿
]内有

𝑑𝜃(𝑟,𝛿)

𝑑𝑟
> 0，

𝑑2𝜃(𝑟,𝛿)

𝑑𝑟2
< 0，因此

h´(r) =
𝑑𝜃(𝑟,𝛿)

𝑑𝑟

[𝜃(𝑟,𝛿)+1]2
> 0，h´´(r) =

𝑑2𝜃(𝑟,𝛿)

𝑑𝑟2
[𝜃(𝑟,𝛿)+1]2−2[𝜃(𝑟,𝛿)+1][

𝑑𝜃(𝑟,𝛿)

𝑑𝑟
]
2

[𝜃(𝑟,𝛿)+1]4
< 0。因此，𝑔(r)

和ℎ(𝑟)均为单调递增的凹函数。同时，𝑔(0) = 0，𝑔 (
1

13−7𝛿
) =

√22𝛿−11𝛿2

12−5𝛿
，且𝛿越

小，𝑔 (
1

13−7𝛿
)越小。ℎ(0) =

𝜃(0,𝛿)

𝜃(0,𝛿)+1
=

1

3
1

3
+1

=
1

4
，ℎ (

1

13−7𝛿
) =

𝜃(
1

13−7𝛿
,𝛿)

𝜃(
1

13−7𝛿
,𝛿)+1

=
1

2
1

2
+1

=
1

3
。

令𝑔 (
1

13−7𝛿
) = ℎ (

1

13−7𝛿
)可得，62𝛿2 − 159𝛿 + 72 = 0。因此，存在δ =

159−15√33

124
≈

0.587，当δ ≥ δ，𝑔 (
1

13−7𝛿
) ≥ ℎ (

1

13−7𝛿
)（当且仅当δ = δ时取等号）；当δ < δ，

𝑔 (
1

13−7𝛿
) < ℎ (

1

13−7𝛿
)。 

2.下面开始证明定理 3。在证明之前，先给出两个事实： 

事实 a：存在0 < 𝛿 < 0.3 < δ，使得当𝛿 ≥ 𝛿时，有g´ (
1

13−7𝛿
) ≥

13−7𝛿

12
。如下图 12

（左）。 

事实 b：当𝛿 > δ时，有h´(0) < g´ (
1

13−7𝛿
)。如下图 12（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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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事实 a 和 b 

下面利用事实 a 和 b，利用反证法证明定理 3。 

1）首先证明，当𝛿 < δ时，有𝑔(0) < ℎ(0)，𝑔 (
1

13−7𝛿
) < ℎ (

1

13−7𝛿
)，因此𝑔(r)与ℎ(r)

在(0,
1

13−7𝛿
)内不可能有交点，即𝑔(r)始终位于ℎ(r)下方。 

1.1） 𝛿 ≤ 𝛿 < δ时，利用反证法证明：假设𝑔(r)与ℎ(r)有交点 m，则𝑔(r)必须穿

过一次线 AB（因为𝑔(r)始于零点且ℎ(r)位于 AB 上方，如图 13(a)），以及穿出

一次 AB（因为𝑔 (
1

13−7𝛿
) < ℎ (

1

13−7𝛿
)），记与 AB 的两个交点分别为 o（𝑟1, 𝑔(𝑟1)）

和 p（𝑟2, 𝑔(𝑟2)），则在 omp 曲线上，根据拉格朗日中值定理，必定存在一点

𝜉 ∈ (𝑟1, 𝑟2)使得g´(𝜉) = 𝑘𝐴𝐵 =
13−7𝛿

12
（𝑘𝐴𝐵为 AB 线段的斜率）。又因为𝑔(r)是凹函

数，因此有g´ (
1

13−7𝛿
) < g´(𝜉) =

13−7𝛿

12
，这与事实 a 矛盾。因此，𝑔(r)与ℎ(r)不可

能有交点。 

1.2） 当𝛿 < 𝛿时，𝑔 (
1

13−7𝛿
) <

√22 0.3−11 (0.3)2

12−5 0.3
<

1

4
，由𝑔(r)与ℎ(r)均为单调递增函

数可知𝑔(r) < ℎ(0) < ℎ(r)。 

综上，当𝛿 < δ时，有𝑔(𝑟) < ℎ(r)。 

2）接着证明，当𝛿 = δ时（𝑔(0) < ℎ(0)，𝑔 (
1

13−7𝛿
) = ℎ (

1

13−7𝛿
)）， 𝑔(r)与ℎ(r)只

交于 B 点（r =
1

13−7𝛿
）。同样的，利用反证法，假设在r =

1

13−7𝛿
之前还存在一个

交点m′，则必然需要穿过线段 AB（如图 13(b)），假设该点为o′（𝑟3, 𝑔(𝑟3)），

则在曲线o′m′𝐵上，根据拉格朗日中值定理，必定存在一点𝜉′ ∈ (𝑟3,
1

13−7𝛿
)使得

g´(𝜉′) = 𝑘𝐴𝐵 =
13−7𝛿

12
（𝑘𝐴𝐵为 AB 线段的斜率）。又因为𝑔(r)是凹函数，因此有

g´ (
1

13−7𝛿
) < g´(𝜉′) =

13−7𝛿

12
，这与事实 a 矛盾。因此，𝑔(r)与ℎ(r)除 B 点外不可能

有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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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后证明，当𝛿 > δ时（𝑔(0) < ℎ(0)，𝑔 (
1

13−7𝛿
) > ℎ (

1

13−7𝛿
)）， 𝑔(r)与ℎ(r)在

r ∈ (0,
1

13−7𝛿
)内有唯一交点。同样，利用反证法，假设交点不唯一，则一定会存

在一点o′′（r = 𝑟4），在这一点有h´(𝑟4) ≥ g´(𝑟4)（即𝑔(𝑟)从ℎ(𝑟)上方穿过或刚好

相切于o′′，如图 13(c)），而则根据函数的凹性可得h´(0) > h´(𝑟4) ≥ g´(𝑟4) >

g´ (
1

13−7𝛿
)，即h´(0) > g´ (

1

13−7𝛿
)，这与事实 b 矛盾。因此，𝑔(r)与ℎ(r)有唯一交

点，记该交点对应的 r 为𝑟(δ)，则𝑔(r) ≥  ℎ(r)当且仅当r ≥ 𝑟(δ)。 

综上所述，当𝛿 < δ时，有𝑔(𝑟) < ℎ(r)，即𝑊1 (𝜃(𝑟, 𝛿)) < 𝑊𝑁，即激励知识

分享的混改无法提升社会福利。当𝛿 > δ时，当且仅当 r > 𝑟(δ)时，才有

𝑊1 (𝜃(𝑟, 𝛿)) > 𝑊𝑁。𝛿 = δ恰好使得在r =
1

13−7𝛿
处有𝑊1 (𝜃(𝑟, 𝛿)) = 𝑊𝑁。因此δ

被称为使得混改提升社会福利的知识吸收能力阈值，只有当知识吸收能力超过阈

值δ，且知识价值也高于阈值𝑟(δ)时，混改才能提升社会福利。 

 

                    (a)                             (b) 

 

(c) 

图 13 𝑔(𝑟)和ℎ(r)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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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福利变化证明： 

欲 证 𝐶𝑆1 (𝜃(𝑟, 𝛿)) < 𝐶𝑆𝑁 ， 只 需 证 {
𝑓(𝜃(𝑟,𝛿))+1+[𝛿𝑓(𝜃(𝑟,𝛿))+1]𝑟

𝑓(𝜃(𝑟,𝛿))+2
}2 < 1 ， 由 于

𝑓 (𝜃(𝑟, 𝛿)) > 0 ， 故 若 有 {
𝑓(𝜃(𝑟,𝛿))+1+[𝑓(𝜃(𝑟,𝛿))+1]𝑟

𝑓(𝜃(𝑟,𝛿))+2
}2 < 1 ， 则 有 ：

{
𝑓(𝜃(𝑟,𝛿))+1+[𝛿𝑓(𝜃(𝑟,𝛿))+1]𝑟

𝑓(𝜃(𝑟,𝛿))+2
}2 < 1。下面证{

𝑓(𝜃(𝑟,𝛿))+1+[𝑓(𝜃(𝑟,𝛿))+1]𝑟

𝑓(𝜃(𝑟,𝛿))+2
}2 < 1。 

首 先 ， 由 于 𝜃(𝑟, 1) =
𝑟+1+√𝑟2+14𝑟+1

6
> 𝑟 （ 因 为 𝑟2 + 14𝑟 + 1 > 16𝑟2 ， 故

√𝑟2 + 14𝑟 + 1 > 4𝑟 > 5𝑟 − 1，故
𝑟+1+√𝑟2+14𝑟+1

6
> 𝑟），又𝜃(𝑟, 𝛿)是𝛿的减函数，因

此有𝜃(𝑟, 𝛿) ≥ 𝜃(𝑟, 1) > 𝑟。由𝜃(𝑟, 𝛿) > 𝑟 ⇔
𝑟

𝜃(𝑟,𝛿)
< 1 ⇔

1

𝜃(𝑟,𝛿)
(𝑟 + 1) <

1

𝜃(𝑟,𝛿)
+

1 ⇔

1

𝜃(𝑟,𝛿)
(𝑟+1)

1

𝜃(𝑟,𝛿)
+1

< 1 ⇔
𝑓(𝜃(𝑟,𝛿))+1+[𝑓(𝜃(𝑟,𝛿))+1]𝑟

𝑓(𝜃(𝑟,𝛿))+2
⇔ {

𝑓(𝜃(𝑟,𝛿))+1+[𝑓(𝜃(𝑟,𝛿))+1]𝑟

𝑓(𝜃(𝑟,𝛿))+2
}2 < 1 ，

因此{
𝑓(𝜃(𝑟,𝛿))+1+[𝑓(𝜃(𝑟,𝛿))+1]𝑟

𝑓(𝜃(𝑟,𝛿))+2
}2 < 1，𝐶𝑆1 (𝜃(𝑟, 𝛿)) < 𝐶𝑆𝑁。 

 

6.2 拓展分析 4.1 详细推导： 

当混改后隐性知识不分享时，混改带来显性知识可以使国有企业的成本变为

c − δx1，企业 s 的利润可表示为𝜋𝑠 = [d − 𝑞𝑠 − 𝑞𝑝 − (c − δx1)]𝑞𝑠，企业 p 的利润

为𝜋𝑝 = [d − 𝑞𝑝 − 𝑞𝑠 − (c − x)]𝑞𝑝。可知一阶条件为： 

𝜕𝐹𝑠 (𝑞𝑠, 𝑞𝑝
0(𝜃))

𝜕𝑞𝑠
|𝑞𝑠=𝑞𝑠0(𝜃) = 𝑃(𝑄0(𝜃)) − (𝑐 − 𝛿𝑥1) − 𝜃𝑞𝑠

0(𝜃) = 0  

𝜕𝐹𝑝 (𝑞𝑝, 𝑞𝑠
0(𝜃))

𝜕𝑞𝑝
|𝑞𝑝=𝑞𝑝

0(𝜃) = 𝑃(𝑄0(𝜃)) − (𝑐 − 𝑥) − 𝑞𝑝
0(𝜃) − 𝜃𝑞𝑠

0(𝜃) = 0  

联立方程可解得： 

𝑞𝑠
0(𝜃) =

𝑃(𝑄0(𝜃)) − (𝑐 − 𝛿𝑥1)

𝜃
 

𝑞𝑝
0(𝜃) = 𝑥 − 𝛿𝑥1  

由𝑞𝑝
0(𝜃) + 𝑞𝑠

0(𝜃) = 𝑄0(𝜃)得： 

𝑄0(𝜃) =
[𝑓(𝜃) + 1]𝑒 + 𝑥 + 𝛿𝑓(𝜃)𝑥1

𝑓(𝜃)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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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可得𝑞𝑠
0(𝜃) =

(𝑒−𝑥+2𝛿𝑥1)[𝑓(𝜃)+1]

𝑓(𝜃)+2
，且易知

𝑑𝑄0(𝜃)

𝑑𝜃
< 0。混改后不转移隐性知识

时的社会福利水平为： 

𝑊0(𝜃) = 𝜋𝑠(𝜃) + 𝜋𝑝(𝜃) + CS(θ)

= [e + δx1 − 𝑄0(𝜃)]𝑞𝑠
0(𝜃) + [e + x − 𝑄0(𝜃)]𝑞𝑝

0(𝜃) +
1

2
[𝑄0(𝜃)]2

= (e + δx1)𝑄
0(𝜃) −

1

2
[𝑄0(𝜃)]2 + (𝑥 − 𝛿𝑥1)

2 

因此可得
d𝑊0(𝜃)

d𝜃
= (e + δx1)

𝑑𝑄0(𝜃)

𝑑𝜃
−𝑄0(𝜃)

𝑑𝑄0(𝜃)

𝑑𝜃
= [(e + δx1) − 𝑄0(𝜃)]

𝑑𝑄0(𝜃)

𝑑𝜃
<

0。由于lim
𝜃→0

𝑄0(𝜃) = lim
𝜃→0

𝑒+𝜃𝑥+𝛿𝑥1(1−𝜃)

1+𝜃
= 𝑒 + 𝛿𝑥1，因此有lim

𝜃→0
𝑊0(𝜃) =

(𝑒+𝛿𝑥1)
2

2
+

(𝑥 − 𝛿𝑥1)
2 =

𝑒2

2
+ 𝑥2 +

3

2
𝛿2𝑥1

2 + 𝛿𝑥1(𝑒 − 2𝑥) = 𝑊𝑁 +
3

2
𝛿2𝑥1

2 + 𝛿𝑥1(𝑒 − 2𝑥)。 

当混改后存在隐性知识分享时，由正文（7）式可知𝑄1(𝜃) =
[𝑓(𝜃)+1]𝑒+[𝛿𝑓(𝜃)+1]𝑥

𝑓(𝜃)+2
，

𝑞𝑠
1(𝜃) =

[𝑒+(2𝛿−1)𝑥][𝑓(𝜃)+1]

𝑓(𝜃)+2
，𝑞𝑝

1(𝜃) = (1 − 𝛿)𝑥。因此，分享隐性知识和不分享隐性

知识时民营资本的收益分别为： 

𝐹𝑝
1(𝜃, 𝑡) = 𝜋𝑝

1 (𝑞𝑝
1(𝜃), 𝑞𝑠

1(𝜃)) + 𝜃𝜋𝑠
1 (𝑞𝑝

1(𝜃), 𝑞𝑠
1(𝜃)) − 𝑡

= [𝑑 − 𝑄1(𝜃) − (𝑐 − 𝑥)]𝑞𝑝
1(𝜃) + 𝜃[𝑑 − 𝑄1(𝜃) − (𝑐 − 𝛿𝑥)]𝑞𝑠

1(𝜃) − 𝑡

= 𝑒2{
(1 − 𝛿)𝑟 + (1 − 𝛿)[(1 − 𝛿)𝑓(𝜃) + 1]𝑟2

𝑓(𝜃) + 2
+

[1 + (2𝛿 − 1)𝑟]2

[𝑓(𝜃) + 2]2
}

− 𝑡 

及 

𝐹𝑝
0(𝜃, 𝑡) = 𝜋𝑝

0 (𝑞𝑝
0(𝜃), 𝑞𝑠

0(𝜃)) + 𝜃𝜋𝑠
0 (𝑞𝑝

0(𝜃), 𝑞𝑠
0(𝜃)) − 𝑡

= [𝑑 − 𝑄0(𝜃) − (𝑐 − 𝑥)]𝑞𝑝
0(𝜃) + 𝜃[𝑑 − 𝑄0(𝜃) − (𝑐 − 𝛿𝑥1)]𝑞𝑠

0(𝜃)

− 𝑡 = 𝑒2{(𝑟 − 𝛿𝑟1)
1 + [𝑓(𝜃) + 1]𝑟

𝑓(𝜃) + 2
+

(1 − 𝑟 + 2𝛿𝑟1)
2

[𝑓(𝜃) + 2]2
} − 𝑡 

因此，隐性知识分享条件𝐹𝑝
1(𝜃, 𝑡) ≥ 𝐹𝑝

0(𝜃, 𝑡)等价于： 

𝜇̂(𝜃) = {(3𝛿 − 3)𝑟2
2 + [(6𝛿 − 2)𝑟1 + 3]𝑟2 − (𝛿 − 1)𝑟1

2}𝜃2 − r2(𝑟1 + r2 + 1)𝜃 + (𝑟1
+ r2)[(𝛿 − 2)(𝑟1 + r2) + 𝑟1] ≥ 0 

 

定理 4 证明： 

易知，𝜇̂(𝜃)是关于𝜃的一元二次函数。记𝐴(𝑟1, 𝑟2, 𝛿) = (3𝛿 − 3)𝑟2
2 + [(6𝛿 −

2)𝑟1 + 3]𝑟2 − (𝛿 − 1)𝑟1
2，B(𝑟1, 𝑟2, 𝛿) = −r2(𝑟1 + r2 + 1) < 0，C(𝑟1, 𝑟2, 𝛿) = (𝑟1 +

r2)[(𝛿 − 2)(𝑟1 + r2) + 𝑟1] < 0。首先讨论𝐴(𝑟1, 𝑟2, 𝛿)的符号：将𝐴(𝑟1, 𝑟2, 𝛿)视为关

于𝑟2的一元二次函数，易知其开口向下、且对称轴位于右侧。𝐴(𝑟1, 0, 𝛿) = −(𝛿 −

1)𝑟1
2 > 0，𝐴(𝑟1, 1 − 𝑟1, 𝛿) = 3𝛿 + 𝑟1 − 4𝛿𝑟1

2 > 3𝛿𝑟1
2 + 𝛿𝑟1

2 − 4𝛿𝑟1
2 = 0，因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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𝐴(𝑟1, 𝑟2, 𝛿) > 0在𝑟2 ∈ [0,1 − 𝑟1)内恒成立。因此，𝜇̂(𝜃)为开口向上且对称轴位于右

侧的一元二次函数，由于𝜇̂(0) < 0，因此，只有当𝜇̂(
1

2
) ≥ 0时，𝜇̂(𝜃) = 0才存在位

于[0,
1

2
]内的解。下面讨论𝜇̂(

1

2
)的符号。𝜇̂ (

1

2
) =

(7𝛿−13)𝑟2
2+[(14𝛿−16)𝑟1+1]𝑟2+(3𝛿−3)𝑟1

2

4
，

记s(𝑟2) = (7𝛿 − 13)𝑟2
2 + [(14𝛿 − 16)𝑟1 + 1]𝑟2 + (3𝛿 − 3)𝑟1

2，可知s(𝑟2)为开口向

下的二次函数且s(0) < 0。 

（1） 当(14𝛿 − 16)𝑟1 + 1 ≤ 0即𝑟1 ≥
1

16−14𝛿
时，s(𝑟2)对称轴位于左侧，因此有

s(𝑟2) < 0在𝑟2 ∈ [0,1 − 𝑟1)内恒成立，故𝜇 (
1

2
) < 0恒成立，此时任意股权结

构均无法激励民营企业分享隐性知识。 

（2） 当𝑟1 <
1

16−14𝛿
时，s(𝑟2)对称轴位于右侧。又s(1 − 𝑟1) = −4δ𝑟1

2 + 9𝑟1 + 7𝛿 −

12 < 0，因此，当∆= [(14𝛿 − 16)𝑟1 + 1]2 − 4(7𝛿 − 13)(3𝛿 − 3)𝑟1
2 < 0即

𝑟1 >
1

2√(7𝛿−13)(3𝛿−3)−(14𝛿−16)
时，有s(𝑟2) < 0在𝑟2 ∈ [0,1 − 𝑟1)内恒成立,此

时𝜇 (
1

2
) < 0恒成立，任意股权结构均无法激励民营企业分享隐性知识。只

有当∆≥ 0即𝑟1 ≤
1

2√(7𝛿−13)(3𝛿−3)−(14𝛿−16)
时，且当

−[(14𝛿−16)𝑟1+1]+√∆

2(7𝛿−13)
< 𝑟2 ≤

−[(14𝛿−16)𝑟1+1]−√∆

2(7𝛿−13)
时，才有 𝜇 (

1

2
) ≥ 0，此时存在唯一的 𝜃(𝑟1, 𝑟2, 𝛿) =

−B(𝑟1,𝑟2,𝛿)+√B(𝑟1,𝑟2,𝛿)2−4𝐴(𝑟1,𝑟2,𝛿)C(𝑟1,𝑟2,𝛿)

2𝐴(𝑟1,𝑟2,𝛿)
，当𝜃 ≥ 𝜃(𝑟1, 𝑟2, 𝛿)时可以激励民营企

业分享隐性知识。 

综上所述，当𝑟1 >
1

2√(7𝛿−13)(3𝛿−3)−(14𝛿−16)
时，参股情形下任意股权结构均无

法 激 励 民 营 企 业 分 享 隐 性 知 识 ； 当 𝑟1 ≤
1

2√(7𝛿−13)(3𝛿−3)−(14𝛿−16)
且 当

−[(14𝛿−16)𝑟1+1]+√∆

2(7𝛿−13)
< 𝑟2 ≤

−[(14𝛿−16)𝑟1+1]−√∆

2(7𝛿−13)
时 ， 给 予 民 营 企 业 超 过 阈 值

𝜃(𝑟1, 𝑟2, 𝛿) =
−B(𝑟1,𝑟2,𝛿)+√B(𝑟1,𝑟2,𝛿)2−4𝐴(𝑟1,𝑟2,𝛿)C(𝑟1,𝑟2,𝛿)

2𝐴(𝑟1,𝑟2,𝛿)
的股权比例才能激励其分享隐

性知识。 

 

6.3 拓展分析 4.2 详细推导： 

一、混改后不分享知识 

𝜋𝑝(𝑞𝑝, 𝑞𝑠) = P(Q)𝑞𝑝 − 𝐶𝑝(𝑞𝑝) 

𝜋𝑠(𝑞𝑠, 𝑞𝑝) = P(Q)𝑞𝑠 − 𝐶𝑠(𝑞𝑠) 

 

国有企业最大化目标函数𝐹𝑠(𝑞𝑠, 𝑞p) = 𝜃𝜋𝑠(𝑞𝑠, 𝑞p) + (1 − 𝜃)𝑊(𝑞𝑠, 𝑞p)，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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𝑊(𝑞𝑠, 𝑞p) = dQ −
𝑄2

2
− 𝐶𝑝(𝑞𝑝) − 𝐶𝑠(𝑞𝑠)。民营企业最大化民营资本的收益

𝐹𝑝(𝑞𝑝, 𝑞s) = 𝜋𝑝(𝑞𝑝, 𝑞s) + θ𝜋𝑠(𝑞𝑠, 𝑞p) − t。一阶条件为： 

𝜕𝐹𝑠(𝑞𝑠, 𝑞𝑝
0)

𝜕𝑞𝑠
|𝑞𝑠=𝑞𝑠0 = 𝑃(𝑄0) − 𝐶𝑠

′(𝑞𝑠
0) − 𝜃𝑞𝑠

0 = 0  

𝜕𝐹𝑝(𝑞𝑝, 𝑞𝑠
0)

𝜕𝑞𝑝
|𝑞𝑝=𝑞𝑝

0 = 𝑃(𝑄0) − 𝑞𝑝
0 − 𝐶𝑝

′(𝑞𝑝
0) − 𝜃𝑞𝑠

0 = 0  

解得均衡产量满足： 

d − 𝑞𝑝
0 − 𝐶𝑠

′(𝑞𝑠
0) = (𝜃 + 1)𝑞𝑠

0 (20) 

 

𝑞𝑝
0 = 𝐶𝑠

′(𝑞𝑠
0) − 𝐶𝑝

′(𝑞𝑝
0) (21) 

 

将式（20）和式（21）两边分别对𝜃求偏导可知： 

−
𝜕𝑞𝑝

0

𝜕𝜃
− 𝐶𝑠

′′(𝑞𝑠
0)

𝜕𝑞𝑠
0

𝜕𝜃
= (𝜃 + 1)

𝜕𝑞𝑠
0

𝜕𝜃
+ 𝑞𝑠

0 

𝜕𝑞𝑝
0

𝜕𝜃
= 𝐶𝑠

′′(𝑞𝑠
0)

𝜕𝑞𝑠
0

𝜕𝜃
− 𝐶𝑝

′′(𝑞𝑝
0)

𝜕𝑞𝑝
0

𝜕𝜃
 

联立方程可解得： 

𝜕𝑞𝑝
0

𝜕𝜃
=

𝐶𝑠
′′(𝑞𝑠

0)
𝜕𝑞𝑠

0

𝜕𝜃
1 + 𝐶𝑝

′′(𝑞𝑝
0)

 

−𝑞𝑠
0 = [𝜃 + 1 + 𝐶𝑠

′′(𝑞𝑠
0) +

𝐶𝑠
′′(𝑞𝑠

0)

1 + 𝐶𝑝
′′(𝑞𝑝

0)
]
𝜕𝑞𝑠

0

𝜕𝜃
 

由𝐶𝑠
′′(𝑞𝑠

0) > 0、𝐶𝑝
′′(𝑞𝑝

0) > 0可知：
𝜕𝑞𝑠

0

𝜕𝜃
< 0，

𝜕𝑞𝑝
0

𝜕𝜃
< 0。因此，由𝑄0 = 𝑞𝑠

0 + 𝑞𝑝
0可

知有
𝜕𝑄0

𝜕𝜃
< 0。 

二、混改后分享知识 

𝜋𝑝(𝑞𝑝, 𝑞𝑠) = P(Q)𝑞𝑝 − 𝐶𝑝(𝑞𝑝) 

𝜋𝑠(𝑞𝑠, 𝑞𝑝) = P(Q)𝑞𝑠 − 𝐶𝑝1(𝑞𝑠) 

类似地，一阶条件为： 

𝜕𝐹𝑠(𝑞𝑠, 𝑞𝑝
1)

𝜕𝑞𝑠
|𝑞𝑠=𝑞𝑠1 = 𝑃(𝑄1) − 𝐶𝑝1

′(𝑞𝑠
1) − 𝜃𝑞𝑠

1 = 0  

𝜕𝐹𝑝(𝑞𝑝, 𝑞𝑠
1)

𝜕𝑞𝑝
|𝑞𝑝=𝑞𝑝

1 = 𝑃(𝑄1) − 𝑞𝑝
1 − 𝐶𝑝

′(𝑞𝑝
1) − 𝜃𝑞𝑠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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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均衡产量满足： 

d − 𝑞𝑝
1 − 𝐶𝑝1

′(𝑞𝑠
1) = (𝜃 + 1)𝑞𝑠

1 (22) 

 

𝑞𝑝
1 = 𝐶𝑝1

′(𝑞𝑠
1) − 𝐶𝑝

′(𝑞𝑝
1) (23) 

将式（22）和式（23）两边分别对𝜃求偏导可知： 

−
𝜕𝑞𝑝

1

𝜕𝜃
− 𝐶𝑝1

′′(𝑞𝑠
1)

𝜕𝑞𝑠
1

𝜕𝜃
= (𝜃 + 1)

𝜕𝑞𝑠
1

𝜕𝜃
+ 𝑞𝑠

1 

𝜕𝑞𝑝
1

𝜕𝜃
= 𝐶𝑝1

′′(𝑞𝑠
1)

𝜕𝑞𝑠
1

𝜕𝜃
− 𝐶𝑝

′′(𝑞𝑝
1)

𝜕𝑞𝑝
1

𝜕𝜃
 

联立方程可解得： 

𝜕𝑞𝑝
1

𝜕𝜃
=

𝐶𝑝1
′′(𝑞𝑠

1)
𝜕𝑞𝑠

1

𝜕𝜃
1 + 𝐶𝑝

′′(𝑞𝑝1)
 

−𝑞𝑠
1 = [𝜃 + 1 + 𝐶𝑝1

′′(𝑞𝑠
1) +

𝐶𝑝1
′′(𝑞𝑠

1)

1 + 𝐶𝑝
′′(𝑞𝑝1)

]
𝜕𝑞𝑠

1

𝜕𝜃
 

由𝐶𝑝1
′′(𝑞𝑠

1) > 0、𝐶𝑝
′′(𝑞𝑝

1) > 0可知：
𝜕𝑞𝑠

1

𝜕𝜃
< 0，

𝜕𝑞𝑝
1

𝜕𝜃
< 0。因此，由𝑄1 = 𝑞𝑠

1 + 𝑞𝑝
1可

知有
𝜕𝑄1

𝜕𝜃
< 0。 

由𝑊0(𝑞𝑠
0, 𝑞𝑝

0) = dQ0 −
[Q0]2

2
− 𝐶𝑝(𝑞𝑝

0) − 𝐶𝑠(𝑞𝑠
0)可知： 

𝜕𝑊0(𝜃)

𝜕𝜃
=

𝜕𝑊0(𝑞𝑠
0, 𝑞𝑝

0)

𝜕𝜃

= (d − Q0) (
𝜕Q0

𝑞𝑠
0 ∙

𝜕𝑞𝑠
0

𝜕𝜃
+

𝜕Q0

𝑞𝑝
0 ∙

𝜕𝑞𝑝
0

𝜕𝜃
) − 𝐶𝑝

′(𝑞𝑝
0)

𝜕𝑞𝑝
0

𝜕𝜃
− 𝐶𝑠

′(𝑞𝑠
0)

𝜕𝑞𝑠
0

𝜕𝜃

= (d − Q0) (
𝜕𝑞𝑠

0

𝜕𝜃
+
𝜕𝑞𝑝

0

𝜕𝜃
) − 𝐶𝑝

′(𝑞𝑝
0)

𝜕𝑞𝑝
0

𝜕𝜃
− 𝐶𝑠

′(𝑞𝑠
0)

𝜕𝑞𝑠
0

𝜕𝜃
 

由
𝜕𝑞𝑠

0

𝜕𝜃
< 0、

𝜕𝑞𝑝
0

𝜕𝜃
< 0、𝐶𝑝

′(𝑞𝑝
0) > 0以及𝐶𝑠

′(𝑞𝑠
0) > 0可知，

𝜕𝑊0(𝜃)

𝜕𝜃
< 0。同时，

lim
𝜃→0

𝑊0(𝜃) = 𝑊𝑁。因此，如果混改后无法实现知识分享，社会剩余将减少。 

由𝑊1(𝑞𝑠
1, 𝑞𝑝

1) = dQ1 −
[Q1]2

2
− 𝐶𝑝(𝑞𝑝

1) − 𝐶𝑝1(𝑞𝑠
1)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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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𝑊1(𝜃)

𝜕𝜃
=

𝜕𝑊1(𝑞𝑠
1, 𝑞𝑝

1)

𝜕𝜃

= (d − Q1) (
𝜕Q1

𝑞𝑠1
∙
𝜕𝑞𝑠

1

𝜕𝜃
+

𝜕Q1

𝑞𝑝1
∙
𝜕𝑞𝑝

1

𝜕𝜃
) − 𝐶𝑝

′(𝑞𝑝
1)

𝜕𝑞𝑝
1

𝜕𝜃
− 𝐶𝑝1

′(𝑞𝑠
1)

𝜕𝑞𝑠
1

𝜕𝜃

= (d − Q1) (
𝜕𝑞𝑠

1

𝜕𝜃
+

𝜕𝑞𝑝
1

𝜕𝜃
) − 𝐶𝑝

′(𝑞𝑝
1)

𝜕𝑞𝑝
1

𝜕𝜃
− 𝐶𝑝1

′(𝑞𝑠
1)

𝜕𝑞𝑠
1

𝜕𝜃
 

由
𝜕𝑞𝑠

1

𝜕𝜃
< 0、

𝜕𝑞𝑝
1

𝜕𝜃
< 0、𝐶𝑝

′(𝑞𝑝
1) > 0以及𝐶𝑝1

′(𝑞𝑠
1) > 0可知，

𝜕𝑊1(𝜃)

𝜕𝜃
< 0。因此，在混

改后可以激励知识分享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依旧是参股比例𝜃的减函数，最优的

混改股权结构一定在恰好激励知识分享的最小参股比例处取得。 

 

6.4 拓展分析 4.3 详细推导： 

代表性消费者最大其剩余可得每个企业产品的逆需求函数为： 

𝑝𝑝(𝑞𝑝, 𝑞𝑠) = 𝑑 − 𝑞𝑝 − β𝑞𝑠 

𝑝𝑠(𝑞𝑠, 𝑞𝑝) = 𝑑 − 𝑞𝑠 − β𝑞𝑝 

将产品逆需求函数代入消费者福利表达式可得 𝐶𝑆(𝑞𝑝, 𝑞𝑠) =
1

2
(𝑞𝑝

2 + 𝑞𝑠
2 +

2𝛽𝑞𝑝𝑞𝑠)。 

混改后，根据第二阶段知识转移与否，存在两个子博弈。企业 s 的利润可表

示 为 𝜋𝑠(𝜃, 𝑘, 𝑞𝑠, 𝑞p) = [d − 𝑞𝑠 − β𝑞𝑝 − (c − kδx)]𝑞𝑠 ， 企 业 p 的 利 润 为

𝜋𝑝(𝜃, 𝑘, 𝑞𝑝, 𝑞s) = [d − 𝑞𝑝 − β𝑞𝑠 − (c − x)]𝑞𝑝。 

企业 s 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后，更加重视利润，其经营目标为最大化利润和

社会福利的加权平均，即： 

max
𝑞𝑠

𝐹𝑠(𝜃, 𝑘, 𝑞𝑠, 𝑞p) = 𝜃𝜋𝑠(𝜃, 𝑘, 𝑞𝑠, 𝑞p) + (1 − 𝜃)𝑊(𝜃, 𝑘, 𝑞𝑠, 𝑞p) 

企业 p 选择产量𝑞𝑝最大化民营资本的收益，即： 

max
𝑞𝑝

𝐹𝑝(𝜃, 𝑘, 𝑞𝑝, 𝑞s) = 𝜋𝑝(𝜃, 𝑘, 𝑞𝑝, 𝑞s) + θ𝜋𝑠(𝜃, 𝑘, 𝑞𝑠, 𝑞p) − 𝑡 

均衡产量满足如下一阶条件： 

𝜕𝐹𝑠 (𝑞𝑠, 𝑞𝑝
𝑘(𝜃))

𝜕𝑞𝑠
|𝑞𝑠=𝑞𝑠𝑘(𝜃) = d − 2𝑞𝑠

𝑘(𝜃) − β𝑞𝑝
𝑘(𝜃) − (c − kδx) + (1 − 𝜃)𝑞𝑠

𝑘(𝜃) = 0 

𝜕𝐹𝑝 (𝑞𝑝, 𝑞𝑠
𝑘(𝜃))

𝜕𝑞𝑝
|𝑞𝑝=𝑞𝑝

𝑘(𝜃) = d − 2𝑞𝑝
𝑘(𝜃) − β𝑞𝑠

𝑘(𝜃) − (c − x) − 𝜃𝛽𝑞𝑠
𝑘(𝜃)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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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立方程可解得： 

𝑞𝑠
𝑘(𝜃) =

(2 − 𝛽)𝑒 + (2𝑘δ − 𝛽)𝑥

(2 − 𝛽2)(1 + 𝜃)
= 𝑒

2 − 𝛽 + (2𝑘δ − 𝛽)𝑟

(2 − 𝛽2)(1 + 𝜃)
 

𝑞𝑝
𝑘(𝜃) =

(1 − 𝛽)𝑒 + (1 − 𝛽𝑘δ)𝑥

2 − 𝛽2
= 𝑒

1 − 𝛽 + (1 − 𝛽𝑘δ)𝑟

2 − 𝛽2
 

根据分享知识和不分享知识的收益差异决定知识分享条件，具体地，分享知

识时民营资本的收益为： 

𝐹𝑝
1(𝜃, 𝑡) = 𝜋𝑝

1 (𝑞𝑝
1(𝜃), 𝑞𝑠

1(𝜃)) + 𝜃𝜋𝑠
1 (𝑞𝑝

1(𝜃), 𝑞𝑠
1(𝜃)) − 𝑡 = [𝑑 − 𝑞𝑝

1(𝜃) − 𝛽𝑞𝑠
1(𝜃) −

(𝑐 − 𝑥)]𝑞𝑝
1(𝜃) + 𝜃[𝑑 − 𝑞𝑠

1(𝜃) − 𝛽𝑞𝑝
1(𝜃) − (𝑐 − δx)]𝑞𝑠

1(𝜃) − 𝑡 =

𝑒2 [1−𝛽+(1−𝛽𝛿)𝑟][1−𝛽2+𝛽+(1−𝛽2+𝛽𝛿)𝑟](1+𝜃)2−𝛽[2−𝛽+(2𝛿−𝛽)𝑟][1−𝛽+(1−𝛽𝛿)𝑟](1+𝜃)+[2−𝛽+(2𝛿−𝛽)𝑟]2𝜃2

[(2−𝛽2)(1+𝜃)]2
−

𝑡  

不分享知识时民营资本的收益为： 

𝐹𝑝
0(𝜃, 𝑡) = 𝜋𝑝

0 (𝑞𝑝
0(𝜃), 𝑞𝑠

0(𝜃)) + 𝜃𝜋𝑠
0 (𝑞𝑝

0(𝜃), 𝑞𝑠
0(𝜃)) − 𝑡 = [𝑑 − 𝑞𝑝

0(𝜃) − 𝛽𝑞𝑠
0(𝜃) −

(𝑐 − 𝑥)]𝑞𝑝
0(𝜃) + 𝜃[𝑑 − 𝑞𝑠

0(𝜃) − 𝛽𝑞𝑝
0(𝜃) − 𝑐]𝑞𝑠

1(𝜃) − 𝑡 =

𝑒2 [(1−𝛽2)(1+𝑟)+𝛽](1−𝛽+𝑟)(1+𝜃)2−𝛽(2−𝛽−𝛽𝑟)(1−𝛽+𝑟)(1+𝜃)+(2−𝛽−𝑟𝛽)2𝜃2

(2−𝛽2)2(1+𝜃)2
− t  

经过化简可知，𝐹𝑝
1(𝜃, 𝑡) ≥ 𝐹𝑝

0(𝜃, 𝑡)等价于： 

𝜇(𝜃) = {[(4 − 𝛽2)𝛿 + 𝛽3 − 4𝛽]𝑟2 + (𝛽3 − 2𝛽2 − 4𝛽 + 8)𝑟}𝜃2

+ [(𝛽3 − 2𝛽)𝑟2 + (𝛽3 − 2𝛽)𝑟]𝜃 + (𝛽2𝛿 − 2𝛽)𝑟2 + 2(𝛽2 − 𝛽)𝑟 ≥ 0 

可知𝜇(𝜃)是关于𝜃的一元二次函数。记𝐴̃(𝛽, 𝛿, 𝑟) = [(4 − 𝛽2)𝛿 + 𝛽3 − 4𝛽]𝑟2 +

(𝛽3 − 2𝛽2 − 4𝛽 + 8)𝑟 ， 𝐵̃(𝛽, 𝛿, 𝑟) = (𝛽3 − 2𝛽)𝑟2 + (𝛽3 − 2𝛽)𝑟 ， 𝐶̃(𝛽, 𝛿, 𝑟) =

(𝛽2𝛿 − 2𝛽)𝑟2 + 2(𝛽2 − 𝛽)𝑟。其中： 

𝐴̃(𝛽, 𝛿, 𝑟) = [(4 − 𝛽2)𝛿 + 𝛽3 − 4𝛽]𝑟2 + (𝛽3 − 2𝛽2 − 4𝛽 + 8)𝑟

> [(4 − 𝛽2)𝛿 + 𝛽3 − 4𝛽]𝑟2 + (𝛽3 − 2𝛽2 − 4𝛽 + 8)𝑟2

= (4 − 𝛽2)𝛿𝑟2 + (2𝛽3 − 2𝛽2 − 8𝛽 + 8)𝑟2 > 0 

 

定理 5 证明： 

易知𝜇(𝜃)是开口向上的二次函数。其中𝜇(0) = 𝐶(𝛽, 𝛿, 𝑟) < 0，因此只有当𝜇(
1

2
) ≥

0时，𝜇(𝜃) = 0才存在位于[0,
1

2
]内的解。否则，任意θ ∈ [0,

1

2
]，均有𝜇(𝜃) < 0，即

任意股权结构均无法激励民企分享知识。下面讨论𝜇(
1

2
)的符号。将θ =

1

2
代入 𝜇̃(𝜃)

可知： 

𝜇 (
1

2
) = 𝑟

[3𝛽3 + 3𝛿𝛽2 − 16𝛽 + 4𝛿]𝑟 + 3𝛽3 + 6𝛽2 − 16𝛽 + 8

4
 

则可知，当[3𝛽3 + 3𝛿𝛽2 − 16𝛽 + 4𝛿]𝑟 ≥ 16𝛽 − 6𝛽2 − 3𝛽3 − 8时，有𝜇(
1

2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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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𝑙(𝛽) = 3𝛽3 + 3𝛿𝛽2 − 16𝛽 + 4𝛿，𝐽(𝛽) = 16𝛽 − 6𝛽2 − 3𝛽3 − 8，已知对于𝛽 ∈

[0,1]，有𝐽(𝛽) < 0。同时，𝑙´(𝛽) = 9𝛽2 + 6𝛿𝛽 − 16 < 9𝛽2 + 6𝛽 − 16 < 0，因此𝑙(𝛽)

单调递减，又因为𝑙(0) = 4𝛿 > 0，𝑙(1) = 7𝛿 − 13 < 0，故对于任一吸收能力𝛿，

存在唯一的𝛽(𝛿)使得 𝑙(𝛽(𝛿)) = 0，且当𝛽 ∈ [0, 𝛽(𝛿)]时，有 𝑙(𝛽) ≥ 0；当𝛽 ∈

(𝛽(𝛿),1]时，𝑙(𝛽) < 0。因此有： 

（1）当𝛽 ∈ [0, 𝛽(𝛿)]，𝑙(𝛽) ≥ 0，由于𝐽(𝛽) < 0，故𝑙(𝛽) > 𝐽(𝛽)，因此对任意𝑟 ∈

(0,1)有 𝜇 (
1

2
) > 0成立。因此， 𝜇(𝜃)在 θ ∈ [0,

1

2
]内存在唯一解 𝜃(𝛽, 𝛿, 𝑟) =

−𝐵̃(𝛽,𝛿,𝑟)+√[𝐵̃(𝛽,𝛿,𝑟)]2−4𝐴̃(𝛽,𝛿,𝑟)𝐶̃(𝛽,𝛿,𝑟)

2𝐴̃(𝛽,𝛿,𝑟)
使 得  𝜇(𝜃(𝛽, 𝛿, 𝑟)) = 0 ， 且 当 且 仅 当 θ ≥

𝜃(𝛽, 𝛿, 𝑟)时，有𝜇(𝜃) ≥ 0即𝐹𝑝
1(𝜃, 𝑡) ≥ 𝐹𝑝

0(𝜃, 𝑡)。𝜃(𝛽, 𝛿, 𝑟)即为激励知识分享的临

界股权比例。 

（2）当𝛽 ∈ (𝛽(𝛿),1]时，有𝑙(𝛽) < 0，此时当且仅当𝑟 ≤
𝐽(𝛽)

𝑙(𝛽)
时，才有𝜇 (

1

2
) ≥ 0，

才存在唯一的知识转移分享股份𝜃(𝛽, 𝛿, 𝑟) =
−𝐵̃(𝛽,𝛿,𝑟)+√[𝐵̃(𝛽,𝛿,𝑟)]2−4𝐴̃(𝛽,𝛿,𝑟)𝐶̃(𝛽,𝛿,𝑟)

2𝐴̃(𝛽,𝛿,𝑟)
，

当且仅当θ ≥ 𝜃(𝛽, 𝛿, 𝑟)时，有𝜇(𝜃) ≥ 0即𝐹𝑝
1(𝜃, 𝑡) ≥ 𝐹𝑝

0(𝜃, 𝑡)。否则，任意股权结

构均无法激励知识分享。 

对于社会福利，有： 

𝜕𝑊0(𝜃)

𝜕𝜃
=

𝜕𝜋𝑝
0(𝜃)

𝜕𝜃
+

𝜕𝜋𝑠
0(𝜃)

𝜕𝜃
+

𝜕𝐶𝑆0(𝜃)

𝜕𝜃

= [𝑒 + 𝑥 − (𝑞𝑝
0(𝜃) + 𝛽𝑞𝑠

0(𝜃))]
𝜕𝑞𝑝

0(𝜃)

𝜕𝜃
+ [𝑒 − (𝑞𝑠

0(𝜃)

+ 𝛽𝑞𝑝
0(𝜃))]

𝜕𝑞𝑠
0(𝜃)

𝜕𝜃
 

由𝑞𝑝
0(𝜃) = 𝑒

1−𝛽+𝑟

2−𝛽2
、𝑞𝑠

0(𝜃) = 𝑒
2−𝛽−𝛽𝑟

(2−𝛽2)(1+𝜃)
，得

𝜕𝑞𝑝
0(𝜃)

𝜕𝜃
= 0，

𝜕𝑞𝑠
0(𝜃)

𝜕𝜃
= −𝑒

2−𝛽−𝛽𝑟

(2−𝛽2)(1+𝜃)2
<

0。因此有
𝜕𝑊0(𝜃)

𝜕𝜃
< 0。即若混改无法激励知识分享，则混改无法提升社会总福利。 

𝜕𝑊1(𝜃)

𝜕𝜃
= {𝑒 + 𝑥 − [𝑞𝑝

1(𝜃) + 𝛽𝑞𝑠
1(𝜃)]}

𝜕𝑞𝑝
1(𝜃)

𝜕𝜃
+ {𝑒 + 𝑥 − [𝑞𝑠

1(𝜃)

+ 𝛽𝑞𝑝
1(𝜃)]}

𝜕𝑞𝑠
1(𝜃)

𝜕𝜃
 

由 𝑞𝑝
1(𝜃) = 𝑒

1−𝛽+(1−𝛽𝛿)𝑟

2−𝛽2
， 𝑞𝑠

1(𝜃) = 𝑒
2−𝛽+(2𝛿−𝛽)𝑟

(2−𝛽2)(1+𝜃)
， 得

𝜕𝑞𝑝
1(𝜃)

𝜕𝜃
= 0 ，

𝜕𝑞𝑠
1(𝜃)

𝜕𝜃
=

−𝑒
2−𝛽+(2𝛿−𝛽)𝑟

(2−𝛽2)(1+𝜃)2
< 0。因此有

𝜕𝑊1(𝜃)

𝜕𝜃
< 0。即最优的混改股权结构只可能在恰好激

励知识分享的阈值𝜃(𝛽, 𝛿, 𝑟)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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𝑊1(𝜃) = 𝜋𝑝
1(𝜃) + 𝜋𝑠

1(𝜃) + 𝐶𝑆1(𝜃)

= (𝑒 + 𝑥)𝑞𝑝
1(𝜃) + (𝑒 + 𝛿𝑥)𝑞𝑠

1(𝜃) − 𝛽𝑞𝑝
1(𝜃)𝑞𝑠

1(𝜃) −
1

2
{[𝑞𝑝

1(𝜃)]2 + [𝑞𝑠
1(𝜃)]2}

= 𝑒2
(2 − 𝛽2)(1 + 𝑟)[1 − 𝛽 + (1 − 𝛽𝛿)𝑟](1 + 𝜃) + (2 + 2𝛿𝑟 − 2𝛽)[2 − 𝛽 + (2𝛿 − 𝛽)𝑟]

(2 − 𝛽2)2(1 + 𝜃)

− 𝑒2
[1 − 𝛽 + (1 − 𝛽𝛿)𝑟]2(1 + 𝜃)2 + [2 − 𝛽 + (2𝛿 − 𝛽)𝑟]2

2(2 − 𝛽2)2(1 + 𝜃)2
 

又𝑊𝑁 = 𝑒2 2𝛽3−2𝛽2−6𝛽+7+(2𝛽3−2𝛽2−6𝛽+6)𝑟+(3−𝛽2)𝑟2

2(2−𝛽2)2
，因此

𝑊1(𝜃(𝛽,𝛿,𝑟))−𝑊𝑁

𝑒2
≥ 0等价

于： 

(2 − 𝛽2)(1 + 𝑟)[1 − 𝛽 + (1 − 𝛽𝛿)𝑟](1 + 𝜃(𝛽, 𝛿, 𝑟)) + (2 + 2𝛿𝑟 − 2𝛽)[2 − 𝛽 + (2𝛿 − 𝛽)𝑟]

(1 + 𝜃(𝛽, 𝛿, 𝑟))

−
[1 − 𝛽 + (1 − 𝛽𝛿)𝑟]2(1 + 𝜃(𝛽, 𝛿, 𝑟))2 + [2 − 𝛽 + (2𝛿 − 𝛽)𝑟]2

2(1 + 𝜃(𝛽, 𝛿, 𝑟))2

−
2𝛽3 − 2𝛽2 − 6𝛽 + 7 + (2𝛽3 − 2𝛽2 − 6𝛽 + 6)𝑟 + (3 − 𝛽2)𝑟2

2
≥ 0 

对于𝛽 ∈ (0,1)、𝑟 ∈ (0,1)和𝛿 ∈ (0,1)，可画出相应的图像并判断社会福利变化。 

 

6.5 拓展分析 4.4 详细推导： 

混改后，国有企业的目标为最大化国有股东和民营股东目标的加权平均，即

𝐹𝑠(𝑞𝑠, 𝑞𝑝) = 𝜃𝜋𝑠(𝑞𝑠, 𝑞𝑝) + (1 − θ)[W(𝑞𝑝, 𝑞𝑠) + (1 − 𝜃)𝜋𝑠(𝑞𝑠, 𝑞𝑝) + 𝑡]。且： 

𝑚𝑎𝑥
𝑞𝑠

𝐹𝑠(𝑞𝑠, 𝑞𝑝) = 𝜃𝜋𝑠(𝑞𝑠, 𝑞𝑝) + (1 − θ)[W(𝑞𝑝, 𝑞𝑠) + (1 − 𝜃)𝜋𝑠(𝑞𝑠, 𝑞𝑝) + 𝑡] 

⇐⇒ 𝑚𝑎𝑥
𝑞𝑠

𝐹𝑠(𝑞𝑠, 𝑞𝑝) = 𝑊(𝑞𝑠, 𝑞𝑝) + [1 − 𝜃 +
𝜃

1 − 𝜃
 ] 𝜋𝑠(𝑞𝑠, 𝑞𝑝) + 𝑡  

⇐⇒ 𝑚𝑎𝑥
𝑞𝑠

𝐹𝑠(𝑞𝑠, 𝑞𝑝) = 𝑊(𝑞𝑠, 𝑞𝑝) + 𝛼(𝜃)𝜋𝑠(𝑞𝑠, 𝑞𝑝) + 𝑡  

其中𝛼(𝜃) = 1 − 𝜃 +
𝜃

1−𝜃
，并且𝛼′(𝜃) =

1

(1−𝜃)2
− 1 > 0。一阶条件为： 

𝑑𝐹𝑝(𝑞𝑝,𝑞𝑠
𝑘(𝜃))

𝑑𝑞𝑝
|𝑞𝑝=𝑞𝑝

𝑘(𝜃) = 𝑝(𝑄𝑘(𝜃)) − (𝑐 − 𝑥) − 𝑞𝑝
𝑘(𝜃) − 𝜃𝑞𝑠

𝑘(𝜃) = 0. 

𝑑𝐹𝑠 (𝑞𝑠, 𝑞𝑝
𝑘(𝜃))

𝑑𝑞𝑠
|𝑞𝑠=𝑞𝑠

𝑘(𝜃)

= 𝑝(𝑄𝑘(𝜃)) − (𝑐 − 𝑘𝛿𝑥) + 𝛼(𝜃) [𝑃(𝑄𝑘(𝜃)) − (𝑐 − 𝑘𝛿𝑥) − 𝑞𝑠
𝑘(𝜃)]

= 0 

联立方程可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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𝑞𝑠
𝑘(𝜃) =

[1 + 𝛼(𝜃)] [𝑝(𝑄𝑘(𝜃)) − (𝑐 − 𝑘𝛿𝑥)]

𝛼(𝜃)
= 𝑚(𝜃) [𝑝(𝑄𝑘(𝜃)) − (𝑐 − 𝑘𝛿𝑥)] 

𝑞𝑝
𝑘(𝜃) = 𝑝(𝑄𝑘(𝜃)) − (𝑐 − 𝑥) − 𝜃𝑚(𝜃) [𝑝(𝑄𝑘(𝜃)) − (𝑐 − 𝑘𝛿𝑥)] 

其中，𝑚(𝜃) =
1+𝛼(𝜃)

𝛼(𝜃)
=

1−𝜃

(1−𝜃)2+𝜃
+ 1，并且m′(𝜃) =

−𝛼′(𝜃)

𝛼2(𝜃)
< 0。𝜃𝑚(𝜃) =

𝜃(1−𝜃)

(1−𝜃)2+𝜃
+

𝜃，可知[𝜃𝑚(𝜃)]′ =
1−2𝜃

(𝜃2−𝜃+1)2
+ 1 > 0，使得𝜃𝑚(𝜃) <

1

2
𝑚(

1

2
) =

5

6
< 1，因此𝑞𝑝

𝑘(𝜃) >

0. 

因为 𝑄𝑘(𝜃) = 𝑞𝑝
𝑘(𝜃) + 𝑞𝑠

𝑘(𝜃) = 𝑝(𝑄𝑘(𝜃)) − (𝑐 − 𝑥) + (1 − 𝜃)𝑚(𝜃) [𝑝(𝑄𝑘(𝜃)) −

(𝑐 − 𝑘𝛿𝑥)] = 𝑒 + 𝑥 − 𝑄𝑘(𝜃) + (1 − 𝜃)𝑚(𝜃)[𝑒 + 𝑘𝛿𝑥 − 𝑄𝑘(𝜃)]，因此有： 

𝑄𝑘(𝜃) =
[𝑛(𝜃) + 1]𝑒 + [𝑘𝛿𝑛(𝜃) + 1]𝑥

𝑛(𝜃) + 2
 

其中𝑛(𝜃) = (1 − 𝜃)𝑚(𝜃)，并且h′(𝜃) < 0。可见，𝑄𝑘(𝜃)的结构与基准模型中的

（11）式类似。进一步地，两家公司的均衡利润为： 

𝜋𝑝 (𝑞𝑝
𝑘(𝜃), 𝑞𝑠

𝑘(𝜃)) = [𝑝(𝑄𝑘(𝜃)) − (𝑐 − 𝑥)] 𝑞𝑝
𝑘(𝜃)

= [𝑝(𝑄𝑘(𝜃)) − (𝑐 − 𝑥)]
2

− 𝜃𝑚(𝜃) [𝑝(𝑄𝑘(𝜃)) − (𝑐 − 𝑥)] [𝑝(𝑄𝑘(𝜃)) − (𝑐 − 𝑘𝛿𝑥)] 

 𝜋𝑠(𝑞𝑠
𝑘(𝜃), 𝑞𝑠

𝑘(𝜃)) = [𝑝(𝑄𝑘(𝜃)) − (𝑐 − 𝑘𝛿𝑥)] 𝑞𝑠
𝑘(𝜃)

= 𝑚(𝜃) [𝑝(𝑄𝑘(𝜃)) − (𝑐 − 𝑘𝛿𝑥)]
2

 

民营资本的收益为： 

𝐹𝑝
𝑘 (𝑞𝑝

𝑘(𝜃), 𝑞𝑠
𝑘(𝜃)) = 𝜋𝑝 (𝑞𝑝

𝑘(𝜃), 𝑞𝑠
𝑘(𝜃)) + 𝜃𝜋𝑠 (𝑞𝑠

𝑘(𝜃), 𝑞𝑝
𝑘(𝜃)) − 𝑡 

= [𝑝(𝑄𝑘(𝜃)) − (𝑐 − 𝑥)]
2

− 𝜃𝑚(𝜃)(1 − 𝑘𝛿)𝑥 [𝑝(𝑄𝑘(𝜃)) − (𝑐 − 𝑘𝛿𝑥)] − 𝑡 

= [
𝑒 + [(1 − 𝑘𝛿)𝑛(𝜃) + 1]𝑥

𝑛(𝜃) + 2
]
2

− (1 − 𝑘𝛿)𝑥𝜃𝑚(𝜃)
𝑒 + (2𝑘𝛿 − 1)𝑥

𝑛(𝜃) + 2
− 𝑡 

因此，𝐹𝑝
1 (𝑞𝑝

1(𝜃), 𝑞𝑠
1(𝜃)) ≥ 𝐹𝑝

0 (𝑞𝑝
0(𝜃), 𝑞𝑠

0(𝜃))等价于： 

{𝑒 + [(1 − 𝛿)𝑛(𝜃) + 1]𝑥}2 − {𝑒 + [𝑛(𝜃) + 1]𝑥}2

[𝑛(𝜃) + 2]2

≥ 𝑥𝜃𝑚(𝜃) ∙
(1 − 𝛿)[𝑒 + (2𝛿 − 1)𝑥] − (𝑒 − 𝑥)

𝑛(𝜃)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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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𝑒𝑥[−𝛿𝑛(𝜃)] + 𝑥2[(𝛿2 − 2𝛿)𝑛(𝜃)2 − 2𝛿𝑛(𝜃)]

[𝑛(𝜃) + 2]2

≥ 𝑥𝜃𝑚(𝜃) ∙
−𝛿𝑒 + (3𝛿 − 2𝛿2)𝑥

𝑛(𝜃) + 2
 

⇐⇒ −2𝑒𝑛(𝜃) + 𝑥[(𝛿 − 2)𝑛2(𝜃) − 2𝑛(𝜃)]

≥ 𝜃𝑚(𝜃) ∙ [−𝑒 + (3 − 2𝛿)𝑥] ∙ [𝑛(𝜃) + 2] 

⇐⇒ 𝑥(𝛿 − 2)(1 − 𝜃)𝑛2(𝜃) − 2(𝑒 + 𝑥)(1 − 𝜃)𝑛(𝜃) + 𝜃𝑛(𝜃) ∙ [𝑒 − (3 − 2𝛿)𝑥]

∙ [𝑛(𝜃) + 2] ≥ 0 

⇐⇒ {𝑥(𝛿 − 2)(1 − 𝜃) + 𝜃[𝑒 − (3 − 2𝛿)𝑥]}𝑛(𝜃) + 2𝜃 ∙ [𝑒 − (3 − 2𝛿)𝑥]

− 2(𝑒 + 𝑥)(1 − 𝜃) ≥ 0 

⇐⇒ {𝜃 + [𝛿 − 2 − (1 − 𝛿)𝜃]𝑟}𝑛(𝜃) + (4𝜃 − 2) − [(4 − 4𝛿)𝜃 + 2]𝑟 ≥ 0 

⇐⇒ 𝑣(𝜃) =
𝜃𝑛(𝜃) + 4𝜃 − 2

(4 − 4𝛿)𝜃 − [(𝛿 − 2) − (1 − 𝛿)𝜃]𝑛(𝜃) + 2
≥ 𝑟 

下面考察函数𝑣(𝜃)的性质，对𝑣(𝜃)进行恒等变换可知： 

𝑣(𝜃) =
𝜃𝑛(𝜃) + 4𝜃 − 2

(1 − 𝛿)[𝜃𝑛(𝜃) + 4𝜃 − 2] + 2𝛿 − (𝛿 − 2)𝑛(𝜃)

=
1

1 − 𝛿 +
2𝛿 − (𝛿 − 2)𝑛(𝜃)
𝜃𝑛(𝜃) + 4𝜃 − 2

 

记𝑣1(𝜃) = 2𝛿 − (𝛿 − 2)𝑛(𝜃)，𝑣2(𝜃) = 𝜃𝑛(𝜃) + 4𝜃 − 2。易知
𝑑𝑣1(𝜃)

𝑑𝜃
< 0，

𝑑𝑣2(𝜃)

𝑑𝜃
>

0。由𝑣1(0) = 4，𝑣1 (
1

2
) =

7

6
𝛿 +

5

3
，可知𝑣1(𝜃) > 0。由𝑣2(0) = −2，𝑣2 (

1

2
) =

5

12
可

知，存在𝜃′使得𝑣2(𝜃
′) = 0。且由于𝑣2 (

1

3
) < 0及𝑣2 (

2

5
) > 0可知𝜃′ ∈ (

1

3
,
2

5
)。 

1）当 𝜃 < 𝜃′ 时，有
𝑣1(𝜃)

𝑣2(𝜃)
<

𝑣1(𝜃
′)

−2
=

2𝛿−(𝛿−2)𝑛(𝜃′)

−2
=

2𝛿−(𝛿−2)
2−4𝜃′

𝜃′

−2
=

(6−
2

𝜃′
)𝛿+

4

𝜃′
−8

−2
≤

−1，因此有𝑣(𝜃) =
1

1−𝛿+
𝑣1(𝜃)

𝑣2(𝜃)

< 0。 

2）当𝜃 ≥ 𝜃′时，𝑣1(𝜃) > 0和𝑣2(𝜃) > 0，由
𝑑𝑣1(𝜃)

𝑑𝜃
< 0，

𝑑𝑣2(𝜃)

𝑑𝜃
> 0可知，

𝑣1(𝜃)

𝑣2(𝜃)
是𝜃

的减函数，故𝑣(𝜃) =
1

1−𝛿+
𝑣1(𝜃)

𝑣2(𝜃)

是𝜃的增函数。 

综上，在𝜃 ∈ [0,
1

2
]内𝑣(𝜃)的最大值一定在𝜃 =

1

2
取得，𝑣 (

1

2
) =

5

73−39𝛿
。因此，当r >

5

73−39𝛿
时，参股式混改无法激励隐性知识分享。只有当r ≤

5

73−39𝛿
时，给予民营资

本超过阈值𝜃的股权，才能激励其分享隐性知识。其中，𝜃满足v(𝜃) = r。该结论

与基准模型的定理 1 类似。因此，激励知识分享的阈值结构特征保持稳健。 

与基准模型类似，对于社会福利而言，有如下结果： 

d𝑊0(𝜃)

d𝜃
= 𝑒

𝑑𝑄0(𝜃)

𝑑𝜃
− 𝑄0(𝜃)

𝑑𝑄0(𝜃)

𝑑𝜃
= [𝑒 − 𝑄0(𝜃)]

𝑑𝑄0(𝜃)

𝑑𝜃
=

(𝑒−𝑥)2𝑛´(𝜃)

[𝑛(𝜃)+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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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𝑄0(𝜃) =
[𝑛(𝜃)+1]𝑒+𝑥

𝑛(𝜃)+2
可得，

𝑑𝑄0(𝜃)

𝑑𝜃
=

(𝑒−𝑥)𝑛´(𝜃)

[𝑛(𝜃)+2]2
< 0，因此

𝑑𝑊0(𝜃)

𝑑𝜃
< 0。 

d𝑊1(𝜃)

d𝜃
= (𝑒 + 𝛿𝑥)

𝑑𝑄1(𝜃)

𝑑𝜃
− 𝑄1(𝜃)

𝑑𝑄1(𝜃)

𝑑𝜃
= [𝑒 + 𝛿𝑥 − 𝑄1(𝜃)]

𝑑𝑄1(𝜃)

𝑑𝜃
， 

由𝑄1(𝜃) =
[𝑛(𝜃)+1]𝑒+[𝛿𝑛(𝜃)+1]𝑥

𝑛(𝜃)+2
可得，

𝑑𝑄1(𝜃)

𝑑𝜃
=

[𝑒+(2𝛿−1)𝑥]𝑛´(𝜃)

[𝑛(𝜃)+2]2
< 0，因此

𝑑𝑊1(𝜃)

𝑑𝜃
< 0。 

因此，若混改后无法实现知识分享，则无法提升社会福利；混改后的最优股权结

构一定在恰好激励知识分享的股权阈值处取得。 

 

6.6 拓展分析 4.5 详细推导： 

混改后，因为国有企业具有利润目标，此时中间品价格可高于边际成本。证

明如下： 

首先，混改后民营企业分享隐性知识，此时有： 

𝜋𝑝(𝑝) = [𝑝 − (𝑐 − 𝑥) − 𝑖]Q(p) 

𝜋𝑠(𝑖, 𝑝) = [𝑖 − (𝑐 − 𝛿𝑥)]Q(p) 

民营企业的目标函数为：𝐹𝑝(𝑖, 𝑝) = 𝜋𝑝(𝑝) + 𝜃𝜋𝑠(𝑖, 𝑝) 

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为：𝐹𝑠(𝑖, 𝑝) = 𝜃𝜋𝑠(𝑖, 𝑝) + (1 − 𝜃)W(𝑝) 

民营企业最大化目标函数的一阶条件为： 

𝜕𝐹𝑝(𝑝, 𝑖)

𝜕𝑝
= 𝑄(𝑝) + [𝑝 − (𝑐 − 𝑥) − 𝑖]Q′(p) + 𝜃[𝑖 − (𝑐 − 𝛿𝑥)]Q′(p) = 0  

解得: 

𝑝(𝑖) =
𝑑 + (1 + 𝜃)𝑐 − (1 + 𝛿𝜃)𝑥 + (1 − 𝜃)𝑖

2
 

将𝑝(𝑖)代入民营企业的目标函数中可知： 

𝜕𝐹𝑝(𝑝(𝑖), 𝑖)

𝜕𝑖
|𝑝=𝑝(𝑖)

= (
𝜕𝑝(𝑖)

𝜕𝑖
− 1)Q(p) + [𝑝 − (𝑐 − 𝑥) − 𝑖]Q′(p)

𝜕𝑝(𝑖)

𝜕𝑖

+ 𝜃 {[𝑖 − (𝑐 − 𝛿𝑥)]Q′(p)
𝜕𝑝(𝑖)

𝜕𝑖
+ Q(p)}

= (
𝜕𝑝(𝑖)

𝜕𝑖
+ 𝜃 − 1)Q(p)

+ {[𝑝 − (𝑐 − 𝑥) − 𝑖] + 𝜃[𝑖 − (𝑐 − 𝛿𝑥)]}Q′(p)
𝜕𝑝(𝑖)

𝜕𝑖
< 0 

因此，中间投入品的成本越低，混改后民营资本的收益越高，因此民营企业总有

激励分享知识降低国有企业的边际成本。接下来考虑上游国有企业对中间投入品

的定价策略，即国有企业是否会将中间品价格定在边际生产成本。将𝑝(𝑖)代入国

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并对𝑖求导可得： 



48 
 

𝜕𝐹𝑠(i, 𝑝(𝑖))

𝜕𝑖
= 𝜃 {[𝑖 − (𝑐 − 𝛿𝑥)]Q′(p)

𝜕𝑝(𝑖)

𝜕𝑖
+ Q(p)}

+(1 − 𝜃) {[𝑝(𝑖) − 2𝑐 + (1 + 𝛿)𝑥]Q′(p)
𝜕𝑝(𝑖)

𝜕𝑖
}

 

1）若
𝜕𝐹𝑠(i,𝑝(𝑖))

𝜕𝑖
|𝑖=𝑐−𝛿𝑥 < 0，则有

𝜕𝐹𝑠(i,𝑝(𝑖))

𝜕𝑖
< 0恒成立，此时国有企业会将中间

品价格定在边际生产成本上。 

2）若
𝜕𝐹𝑠(i,𝑝(𝑖))

𝜕𝑖
|𝑖=𝑐−𝛿𝑥 > 0，则国有企业会将中间品价格定为高于边际生产成

本。接下来讨论
𝜕𝐹𝑠(i,𝑝(𝑖))

𝜕𝑖
|𝑖=𝑐−𝛿𝑥的符号。 

𝜕𝐹𝑠(i, 𝑝(𝑖))

𝜕𝑖
|𝑖=𝑐−𝛿𝑥 = 𝜃Q(p) − (1 − 𝜃)[𝑝(𝑖) − 2𝑐 + (1 + 𝛿)𝑥]

𝜕𝑝(𝑖)

𝜕𝑖

= 𝜃[𝑑 − 𝑝(𝑐 − 𝛿𝑥)] − (1 − 𝜃)[𝑝(𝑐 − 𝛿𝑥) − 2𝑐 + (1 + 𝛿)𝑥]
𝜕𝑝(𝑖)

𝜕𝑖

= 𝜃 [𝑑 −
𝑑 + (1 + 𝜃)𝑐 − (1 + 𝛿𝜃)𝑥 + (1 − 𝜃)(𝑐 − 𝛿𝑥)

2
]

− (1 − 𝜃) [
𝑑 + (1 + 𝜃)𝑐 − (1 + 𝛿𝜃)𝑥 + (1 − 𝜃)(𝑐 − 𝛿𝑥)

2
− 2𝑐

+ (1 + 𝛿)𝑥]
1 − 𝜃

2

=
𝜃[𝑑 − 2𝑐 + (1 + 𝛿)𝑥]

2
−

(1 − 𝜃)2[𝑑 − 2𝑐 + (1 + 𝛿)𝑥]

4

=
[𝑑 − 2𝑐 + (1 + 𝛿)𝑥]

4
[2𝜃 − (1 − 𝜃)2]

=
[𝑑 − 2𝑐 + (1 + 𝛿)𝑥]

4
[−𝜃2 + 4𝜃 − 1] 

由 于 𝑝(𝑖) − 2𝑐 + (1 + 𝛿)𝑥 > 0 ， 因 此 有 𝑑 − 2𝑐 + (1 + 𝛿)𝑥 > 0 ， 因 此

𝜕𝐹𝑠(i,𝑝(𝑖))

𝜕𝑖
|𝑖=𝑐−𝛿𝑥 取决于−𝜃2 + 4𝜃 − 1的符号。易得，当 𝜃 > 2 − √3时，有

𝜕𝐹𝑠(i,𝑝(𝑖))

𝜕𝑖
|𝑖=𝑐−𝛿𝑥 > 0，此时国有企业会将中间投入品的价格定为高于边际生产成

本。当𝜃 ≤ 2 − √3时，国有企业均会选择将中间品价格定为边际生产成本𝑐 − 𝛿𝑥。 

 

6.7 拓展分析 4.6 详细推导： 

定理 6 证明： 

1.先证必要性。 

由中类型和低类型的激励相容条件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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𝐹𝑝
1(𝜃(r𝑚), 𝑡(r𝑚); r𝑚) − 𝐹𝑝

1(𝜃(r𝑚), 𝑡(r𝑚); r𝑙) ≥ 𝜋𝑝
𝑁(r𝑚) − 𝜋𝑝

𝑁(r𝑙) 

由中类型和高类型的激励相容条件可得： 

𝐹𝑝
0(𝜃(r𝑚), 𝑡(r𝑚); r𝑚) − 𝐹𝑝

0(𝜃(r𝑚), 𝑡(r𝑚); rℎ) ≥ 𝜋𝑝
𝑁(r𝑚) − 𝜋𝑝

𝑁(rℎ) 

其中： 

𝐹𝑝
1(𝜃, 𝑡) = 𝑒2{

𝑟+[𝑓(𝜃)+1]𝑟2

𝑓(𝜃)+2
+

(1−𝑟)2

[𝑓(𝜃)+2]2
} − 𝑡，𝐹𝑝

0(𝜃, 𝑡) = 𝑒2{
𝑟+[𝑓(𝜃)+1]𝑟2

𝑓(𝜃)+2
+

(1−𝑟)2

[𝑓(𝜃)+2]2
} −

𝑡。  

首先，𝐹𝑝
0(𝜃(r𝑚), 𝑡(r𝑚); r𝑚) − 𝐹𝑝

0(𝜃(r𝑚), 𝑡(r𝑚); rℎ) ≥ 𝜋𝑝
𝑁(r𝑚) − 𝜋𝑝

𝑁(rℎ)等价于： 

𝑒2 {
r𝑚 + [𝑓 (𝜃(r𝑚)) + 1] r𝑚

2

𝑓 (𝜃(r𝑚)) + 2
+

(1 − r𝑚)2

[𝑓 (𝜃(r𝑚)) + 2]
2} − 𝑒2{

rℎ + [𝑓 (𝜃(r𝑚)) + 1] rℎ
2

𝑓 (𝜃(r𝑚)) + 2

+
(1 − rℎ)

2

[𝑓 (𝜃(r𝑚)) + 2]
2} ≥ 𝑒2(r𝑚

2 − rℎ
2) 

即： 

r𝑚 − rℎ + [𝑓 (𝜃(r𝑚)) + 1] (r𝑚
2 − rℎ

2)

𝑓 (𝜃(r𝑚)) + 2
+

−(2 − r𝑚 − rℎ)(r𝑚 − rℎ)

[𝑓 (𝜃(r𝑚)) + 2]
2 ≥ r𝑚

2 − rℎ
2 

由于r𝑚−rℎ < 0，两边同除以r𝑚−rℎ可得： 

1 + [𝑓 (𝜃(r𝑚)) + 1] (r𝑚 + rℎ)

𝑓 (𝜃(r𝑚)) + 2
−

(2 − r𝑚 − rℎ)

[𝑓 (𝜃(r𝑚)) + 2]
2 ≤ r𝑚 + rℎ 

进一步整理可得： 

1

𝑓 (𝜃(r𝑚)) + 2
−

2

[𝑓 (𝜃(r𝑚)) + 2]
2

≤ {1 −
𝑓 (𝜃(r𝑚)) + 1

𝑓 (𝜃(r𝑚)) + 2
−

1

[𝑓 (𝜃(r𝑚)) + 2]
2}(r𝑚 + rℎ) 

即： 

𝑓 (𝜃(r𝑚)) + 1

[𝑓 (𝜃(r𝑚)) + 2]
2 (r𝑚 + rℎ) ≥

𝑓 (𝜃(r𝑚))

[𝑓 (𝜃(r𝑚)) + 2]
2 

即：r𝑚 + rℎ ≥
𝑓(𝜃(r𝑚))

𝑓(𝜃(r𝑚))+1
= 1 − 𝜃(r𝑚)，rℎ ≥ 1 − 𝜃(r𝑚) − r𝑚 = 𝑟ℎ̂(r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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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𝑟ℎ ∈ (𝜆(𝛿), 1)内，只有当rℎ ≥ 𝑟ℎ̂(r𝑚)时，中类型和高类型的激励相容条

件才成立。 

 

其次，𝐹𝑝
1(𝜃(r𝑚), 𝑡(r𝑚); r𝑚) − 𝐹𝑝

1(𝜃(r𝑚), 𝑡(r𝑚); r𝑙) ≥ 𝜋𝑝
𝑁(r𝑚) − 𝜋𝑝

𝑁(r𝑙)等价于： 

(1 − 𝛿)(r𝑚 − r𝑙) + (1 − 𝛿)[(1 − 𝛿)𝑓 (𝜃(r𝑚)) + 1](r𝑚
2 − r𝑙

2)

𝑓 (𝜃(r𝑚)) + 2

+
(2𝛿 − 1)(r𝑚 − r𝑙)[2 + (2𝛿 − 1)(r𝑚 + r𝑙)]

[𝑓 (𝜃(r𝑚)) + 2]2
≥ r𝑚

2 − r𝑙
2 

即： 

(r𝑚 + r𝑙) {
(1 − 𝛿)[(1 − 𝛿)𝑓 (𝜃(r𝑚)) + 1]

𝑓 (𝜃(r𝑚)) + 2
+

(2𝛿 − 1)2

[𝑓 (𝜃(r𝑚)) + 2]2
} +

1 − 𝛿

𝑓 (𝜃(r𝑚)) + 2

+
2(2𝛿 − 1)

[𝑓 (𝜃(r𝑚)) + 2]2
≥ r𝑚 + r𝑙 

记a(r𝑚) =
(1−𝛿)[(1−𝛿)𝑓(𝜃(r𝑚))+1]

𝑓(𝜃(r𝑚))+2
+

(2𝛿−1)2

[𝑓(𝜃(r𝑚))+2]2
，b(r𝑚) =

1−𝛿

𝑓(𝜃(r𝑚))+2
+

2(2𝛿−1)

[𝑓(𝜃(r𝑚))+2]2
，

定义𝑟𝑙̂(r𝑚) =
b(r𝑚)

1−a(r𝑚)
− r𝑚，则可得r𝑙 ≤ 𝑟𝑙̂(r𝑚)。因此，在𝑟𝑙 ∈ (0, 𝑟(𝛿))内，只有当

r𝑙 ≤ 𝑟𝑙̂(r𝑚)时，中类型和低类型企业的激励相容条件才成立。 

特别地，当𝛿 = 1时，可知有𝑟𝑙̂(r𝑚) =
2[𝜃(r𝑚)]

2

2𝜃(r𝑚)+1
− r𝑚，此时可证明有：对于r𝑙 ∈

(0, 𝑟(1))以及r𝑚 ∈ [𝑟(1),
1

6
]，有r𝑙 ≤ 𝑟𝑙̂(r𝑚)恒成立。即此时低类型企业不会模仿中

类型企业。具体证明如下： 

首先，证明𝑟𝑙̂(r𝑚)是r𝑚的减函数，只需证
𝑑𝑟𝑙̂(r𝑚)

𝑑r𝑚
=

4[𝜃(r𝑚)]
2
+4𝜃(r𝑚)

4[𝜃(r𝑚)]
2
+4𝜃(r𝑚)+1

∙
𝑑𝜃(r𝑚)

𝑑r𝑚
−

1 < 0，即只需证
4[𝜃(r𝑚)]

2
+4𝜃(r𝑚)

4[𝜃(r𝑚)]
2
+4𝜃(r𝑚)+1

∙
𝑑𝜃(r𝑚)

𝑑r𝑚
< 1。由𝜃(r𝑚) =

1+r𝑚+√r𝑚2+14r𝑚+1

6
，可

得： 

4[𝜃(r𝑚)]
2
+ 4𝜃(r𝑚)

4[𝜃(r𝑚)]
2
+ 4𝜃(r𝑚) + 1

∙
𝑑𝜃(r𝑚)

𝑑r𝑚

=
1

6√r𝑚2 + 14r𝑚 + 1

∙
[4(1 + r𝑚 +√r𝑚2 + 14r𝑚 + 1)

2
+ 24(1 + r𝑚 +√r𝑚2 + 14r𝑚 + 1)](r𝑚 + 7 + √r𝑚2 + 14r𝑚 + 1)

4(1 + r𝑚 +√r𝑚2 + 14r𝑚 + 1)
2
+ 24(1 + r𝑚 +√r𝑚2 + 14r𝑚 + 1) + 36

 

记a = 1 + r𝑚 +√r𝑚2 + 14r𝑚 + 1，则a ≤ 3，令u(𝑎) =
[4𝑎2+24𝑎](a+6)

4𝑎2+24𝑎+36
，则有

𝑑u(𝑎)

𝑑𝑎
=



51 
 

4(𝑎+6)(𝑎2+3𝑎+18)

(𝑎+3)3
> 0，因此u(𝑎) ≤ u(3) =

27

4
，又因为𝑟(1) ≈ 0.043 > 0.04，因此

r𝑚 > 0.04，故有
1

6√r𝑚2+14r𝑚+1
<

1

6√0.042+14 0.04+1
，因此有： 

4[𝜃(r𝑚)]
2
+ 4𝜃(r𝑚)

4[𝜃(r𝑚)]
2
+ 4𝜃(r𝑚) + 1

∙
𝑑𝜃(r𝑚)

𝑑r𝑚
<

27

4
∙

1

6√0.042 + 14  0.04 + 1
< 1 

因此有
𝑑𝑟𝑙̂(r𝑚)

𝑑r𝑚
< 0，因此有𝑟𝑙̂(r𝑚) ≥ 𝑟𝑙̂ (

1

6
) =

1

12
> 𝑟(1) ≈ 0.043，故当𝛿 = 1时有

𝑟𝑙̂(r𝑚) ≥ r𝑙对于r𝑙 ∈ (0, 𝑟(1))及r𝑚 ∈ [𝑟(1),
1

6
]恒成立。 

 

2. 再证充分性。 

由 r𝑙 ≤ 𝑟𝑙̂(r𝑚)可得 𝐹𝑝
1(𝜃(r𝑚), 𝑡(r𝑚); r𝑚) − 𝐹𝑝

1(𝜃(r𝑚), 𝑡(r𝑚); r𝑙) ≥ 𝜋𝑝
𝑁(r𝑚) −

𝜋𝑝
𝑁(r𝑙)。 

由 rℎ ≥ 𝑟ℎ̂(r𝑚)可得𝐹𝑝
0(𝜃(r𝑚), 𝑡(r𝑚); r𝑚) − 𝐹𝑝

0(𝜃(r𝑚), 𝑡(r𝑚); rℎ) ≥ 𝜋𝑝
𝑁(r𝑚) −

𝜋𝑝
𝑁(rℎ)。 

当 𝑡(r𝑚) = 𝑡(r𝑚) 时 , 有 𝐹𝑝
1(𝜃(r𝑚), 𝑡(r𝑚); r𝑚) − 𝜋𝑝

𝑁(r𝑚) = 0 ， 因 此 有

𝐹𝑝
1(𝜃(r𝑚), 𝑡(r𝑚); r𝑙) − 𝜋𝑝

𝑁(r𝑙) ≤ 0及𝐹𝑝
0(𝜃(r𝑚), 𝑡(r𝑚); rℎ) − 𝜋𝑝

𝑁(rℎ) ≤ 0。即有： 

中类型和低类型达成激励相容： 

𝐹𝑝
1(𝜃(r𝑚), 𝑡(r𝑚); r𝑚) = 𝜋𝑝

𝑁(r𝑚)， 𝐹𝑝
1(𝜃(r𝑚), 𝑡(r𝑚); r𝑙) ≤ 𝜋𝑝

𝑁(r𝑙) 

以及中类型和高类型达成激励相容： 

𝐹𝑝
1(𝜃(r𝑚), 𝑡(r𝑚); r𝑚) = 𝜋𝑝

𝑁(r𝑚)， 𝐹𝑝
0(𝜃(r𝑚), 𝑡(r𝑚); rℎ) ≤ 𝜋𝑝

𝑁(rℎ) 


